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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知识关系和活动过程的
企业探索性创新绩效实现机制研究

杨连峰，郑  雪

1. 大连海事大学，辽宁大连，116024；2. 大连理工大学，辽宁大连，116024

摘  要：基于吸收能力理论，本文将企业探索性创新活动过程（知识获取、知识吸纳、知识转化和知识创造）

与企业间知识关系特征相匹配，以企业合作关系对为研究对象，选取企业与合作伙伴的知识相似性、企业与

合作伙伴的关系强度、企业内合作网络聚合度和网络距离以及企业探索性创新绩效，将其分别对应于创新活

动过程的四个阶段，进而考察企业与合作伙伴的知识相似性对企业探索性创新绩效的直接影响，以及关系强

度、网络聚合度和网络距离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以 2005—2015 年全球电动汽车技术领域的企业为研究样

本，运用准极大似然泊松回归模型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知识相似性与企业探索性创新绩效呈

倒 U 型关系；随着关系强度的增加，知识相似性与探索性创新绩效之间的倒 U 型关系变陡峭；随着网络聚合

度的增加，知识相似性与探索性创新绩效之间的倒 U 型关系变得平坦；随着网络距离的增加，知识相似性与

探索性创新绩效之间的倒 U 型关系未发生显著变化。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企业通过合作伙伴异质性知识的获

取以及内部合作网络结构的优化进而提升企业探索性创新能力的结论建议。

关键词：合作关系对；知识相似性；关系强度；网络聚合度；网络距离；探索性创新

0 引言

探索性创新是企业在新技术领域开展研发活

动形成创新成果和经济绩效的过程［1—2］。与开发

性创新相比，探索性创新主要通过知识搜索、变

异和试验等，脱离和超越企业现有的知识基础，

进入新的技术领域，进而获得竞争优势［1—2］。然

而，随着技术体系的日益复杂以及企业技术惯性

等因素的束缚，组织较难凭借自身的资源和能力

从事探索性创新活动，合作成为企业增强探索性

创新能力的重要方式［3］。外部合作关系的建立有

利于企业获取和吸纳合作伙伴的异质性知识，并

将新知识与企业已有知识组合，进而形成探索性

创新成果。在这一情境下，企业如何利用内部知

识资源从外部合作关系中获取异质性知识进而提

升探索性创新能力成为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关注的

焦点议题。

已有大量研究关注外部知识异质性对企业创

新绩效的影响，学者们主要从外部合作伙伴的知

识特征以及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的相对知识特征

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合作伙伴知识特征与企业创

新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合作伙伴知识特征主要

包括合作伙伴的知识（/ 技术）多样化、知识异质

度等。Sampson［4］较早分析联盟伙伴技术多样性

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当技术多样化

处于适中水平时，联盟伙伴技术多样性对企业创

新的贡献最大。Lee［5］、叶江峰等［6—7］研究发现

合作伙伴间的技术多样化程度（知识异质度）与

企业绩效之间呈现倒 U 型关系。Gao 等［8］研究表

明供应商技术多样化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

响。Phelps［9］则发现企业联盟伙伴技术多样化对

探索性创新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二是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的相对知识特征与

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知识特征主

要包括知识相似性、知识（/ 技术）距离、技术邻

近性等。Lane 和 Lubat-kin［10］研究发现企业与合

作伙伴之间知识相似性的提高有助于促进企业向

合作伙伴学习的程度。Nooteboom 等［11］、Gilsing

等［3］发现联盟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的技术距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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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创新绩效呈现倒 U 型关系。Van de Vrande［12］

则发现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的技术邻近性对企业

创新绩效具有倒 U 型影响。曾德明和文金艳［13］进

一步研究表明知识距离对企业开发性创新具有负

向影响，而对企业探索性创新具有 U 型影响。吴

言波等［14］研究发现战略联盟知识异质性与企业突

破性创新呈倒 U 型关系，知识搜索强度和网络惯

性对上述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近年来，一些研究开始关注外部知识活动与

组织内合作网络特征二者共同作用对企业创新的

影响。Moreira 等［15］研究发现组织内整体网络特

征影响企业对外部知识的吸收速度，当企业吸收

远离企业自身的知识时，较高的企业内发明人网

络多样化以及较大的组织内网络密度能够降低知

识吸收的困难，提升企业对外部知识的吸收速度。

Grigoriou 和 Rothaermel［16］分析组织内合作网络的

知识重组能力和协调成本对组织间合作与组织创

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汤超颖等［17］研究发现，

企业外部合作伙伴知识分布的不均匀性和广泛性

正向影响企业二元学习平衡，而企业内部研发人

员知识分布的重叠性和异质性对上述关系具有调

节作用。

综上，已有大量研究考察合作伙伴知识多样

化和异质度、企业与合作伙伴的知识相似性、技

术距离和技术邻近性等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少量研究开始关注企业外部知识活动和内部网络

共同作用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但仍存在以下不足。

首先，已有研究将企业合作伙伴的知识特征

作为一个整体，通过简单加总或算术平均的方式，

衡量企业外部合作伙伴的知识异质性。然而，这

种方式无法识别和区分企业创造探索性创新成果

所需要的异质性知识的真正来源。实际上，企业

的合作伙伴选择具有高度的针对性，企业通常根

据合作双方知识关系特征，建立最优的合作组合。

因此，有必要将分析对象从合作伙伴整体下沉到

合作关系对层面，以更加精准地揭示企业与特定

合作伙伴之间的知识关系对企业探索性创新的促

进机制。

其次，现有研究将探索性创新作为黑箱，分

析企业从外部伙伴获取的知识元素对探索性创新

的影响。较少从关系对层面考察企业从特定伙伴

处获取异质性知识，并通过企业内合作网络转化

知识，进而形成探索性创新成果这一创新活动过

程的微观传导机制。实际上，探索性创新是包

含不同活动环节的综合过程。这样，就需要在企

业合作关系对层面将探索性创新过程打开，建立

“知识关系—活动过程”匹配的分析框架，从微观

过程视角揭示合作关系特征对探索性创新的作用

机制。

据此，基于吸收能力理论，本文将企业探索

性创新活动过程（知识获取、知识吸纳、知识转

化和知识创造）与企业间知识关系特征相匹配，

从企业合作关系对层面，将企业与特定合作伙伴

之间的相对知识特征、合作关系特征、企业内合

作网络整体结构特征以及企业探索性创新绩效对

应于创新活动过程的四个阶段，考察企业与合作

伙伴的知识相似性对探索性创新绩效的直接影响

效应，以及企业与合作伙伴的关系强度、企业内

合作网络聚合度和网络距离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

用，以阐明企业探索性创新绩效的实现机制。该

研究对于深化探索性创新的理论研究具有一定学

术价值，对于促进企业探索性创新实践发展具有

重要现实意义。

1 研究设计

1.1  理论基础

根据吸收能力理论，企业从外部吸收知识从

事创新活动的过程可划分为四个阶段：知识获取、

知识吸纳、知识转化和知识创造［18］。在 Cohen 和

Levinthal［18］研究的基础上，Lane 和 Lubatkin［10］

强调不同外部伙伴的特殊性，提出相对吸收能力

的概念，用来反映企业从特定合作伙伴处识别和

转化知识的能力。相对吸收能力理论指出，企业

对不同合作伙伴的吸收能力是不同的，企业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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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转化合作伙伴知识的过程由合作伙伴和企业自

身特征共同决定。基于此，本研究将企业间合作

学习看作一个动态的知识活动过程，从合作关系

对层面，构建企业与某一特定伙伴合作促进企业

探索性创新绩效提升的过程模型，通过考察合作

关系对层面的创新活动过程，深入剖析企业吸收

外部异质知识进而提升企业探索性创新绩效的实

现过程和作用机理。

已有关于探索性创新的研究多将探索性创新

绩效定义为企业进入新技术领域从事研发活动进

而形成的创新成果［1—3，19］。本研究中，企业探索

性创新绩效是指企业进入特定合作伙伴所具备的

而自身不具备的技术领域从事研发活动进而形成

的创新成果。从定义可以看出，本文中的探索性

创新绩效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具体参照物为某一

特定合作伙伴。根据探索性创新绩效的定义和特

点，企业探索性创新绩效的实现机制是首先企业

从特定合作伙伴处获取异质性知识，然后通过内

部成员之间的互动交流将外部知识与内部知识碰

撞，从而转化和创造新知识［20—22］。通过这一创新

活动过程，可以识别出企业探索性创新成果形成

所需的异质性知识的具体来源，因而能够揭示企

业从特定合作伙伴处获取新知识进而形成探索性

创新绩效的微观实现机制。

1.2  研究框架

基于知识吸收过程阶段的划分以及探索性创

新绩效实现机制的分析，将企业与某一特定合作

伙伴合作形成探索性创新绩效的活动过程划分为

四个环节：知识获取，知识吸纳，知识转化和知

识创造。结合知识吸收过程四阶段的定义，分别

选取相应的变量对四个阶段加以表征。

（1）第一阶段：知识获取 知识获取是指对

外部有价值新知识的识别与辨识的过程［18］。本研

究认为知识获取是由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的相对

知识特征所决定，因此选取企业与某一特定合作

伙伴的知识相似性这一变量来表征［10］。企业与合

作伙伴知识相似性代表企业的知识基础与合作伙

伴的知识基础之间的重叠和相似程度［10］。针对特

定伙伴的知识识别效果取决于企业的知识基础在

某种程度上是否与对方的知识基础存在重叠，进

而影响企业获取外部知识的能力。

（2）第二阶段：知识吸纳 知识吸纳是指外部知

识在企业内有效地被阐释和理解的过程［18］。本研

究认为知识吸纳效果取决于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

的信任与沟通。当双方成员在合作过程中紧密参

与且彼此信任时，企业内的发明人能够与合作伙

伴之间实现高效沟通，从而有利于企业对外部异

质性知识的有效吸纳，因此本文采用企业与合作

伙伴之间的关系强度来表征。关系强度代表合作

双方在合作中投入的时间和情感的程度［8］。较高

的关系强度能够促进企业对合作伙伴异质性知识

的有效阐释和理解。

（3）第三阶段：知识转化 知识转化是指企业

将外部知识与已有知识有效整合的过程［18］。本研

究认为知识转化效果取决于外部异质性知识在企

业内部的有效传播和共享。由于不同的组织内合

作网络结构具有不同的知识传输效率和知识共享

程度，因此分别采用企业内合作网络聚合度和网

络距离来表征。其中，网络聚合度代表合作伙伴

之间彼此合作的程度，即节点之间结成派系的程

度。较大的网络聚合度促进派系内隐性和复杂信

息的交流，但也会阻碍知识的跨派系传播［16］。网

络距离代表网络中任何两个节点之间的平均路径

长度。较长的网络距离使节点间互动较少，因此

隐性的、复杂的和机密的知识传输较为困难［16］。

（4）第四阶段：知识创造 知识创造是将内

外部知识共同运用而开发出新知识的过程，即为

本研究的因变量——企业探索性创新绩效。

综上，本文构建“四阶段”研究框架，如图

1 所示。首先分析企业与合作伙伴的知识相似性

对企业探索性创新绩效的直接影响效应，然后分

别分析企业与合作伙伴的关系强度、企业内发明

人合作网络聚合度和网络距离对上述关系的调节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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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假设

1.3.1 企业与合作伙伴知识相似性与企业探索性

创新绩效

吸收能力理论指出，为了促进新知识的吸纳

与利用，企业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企业与

合作伙伴之间具有一定的知识重叠，从而保证互

相合作所必需的知识识别能力；第二，合作伙伴

能够提供给企业异质的知识，从而促进企业新颖

知识的学习［10］。由此可见，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

的知识相似性通过“知识识别”和“异质性知识

获取”两个作用路径对企业探索性创新绩效产生

影响。

首先，当知识相似性由低水平向适度水平增

加时，企业已有知识与合作伙伴知识的相关性增

加，彼此间交流和学习程度增强，这将有利于企

业对外部知识的有效识别，同时能够使企业接触

到不同于企业已有知识的新知识库，从而促进企

业探索性创新绩效的提升（如图 2，正向作用曲

线）。已有关于合作伙伴知识基础与企业创新绩效

之间关系的相关实证研究表明，企业与合作伙伴

之间存在技术能力上的重叠时，能够促进技术诀

窍的交流和进一步的开发［10］，因而有利于企业探

索性创新绩效的增加［4］。

然而，随着知识相似性程度的增加，企业获

取合作伙伴异质性知识的程度降低（如图 2，负向

作用曲线）。当企业与合作伙伴的知识相似性由适

度水平向更高水平增加时，即企业与合作伙伴之

间的知识基础相似性过高时，彼此间学习新知识

变得困难，企业从合作伙伴处获取异质性知识的

可能性降低［3］。当两个组织之间的知识基础完全

相同时，企业几乎无法从外部合作伙伴处学习新

知识。因此，当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的知识相似

性由适度水平变为高水平时，企业的探索性创新

绩效降低（如图 2）。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1：企业与合作伙伴的知识相似性与企业探

索性创新绩效呈现倒 U 型关系。

图 1 研究框架

图 2 企业与合作伙伴知识相似性与企业探索性创新绩效关系曲线

1.3.2 企业与合作伙伴的关系强度对知识相似性

与探索性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当企业与合作伙伴关系强度较高时，合作伙

伴之间的紧密交流使得企业能够更好地理解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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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关系强度对知识相似性与企业探索性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用合作伙伴的新知识，因此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

较高的关系强度增强了企业与合作伙伴知识相似

性与企业探索性创新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如图

3，正向作用曲线）。然而，当企业与合作伙伴关

系强度较高时，企业获得的新颖知识的水平不变，

因此企业与合作伙伴的知识相似性对企业探索性

创新绩效的负向关系保持不变（如图 3，负向作用

曲线）。综合两种作用机制，提出如下假设：

H2：当企业与合作伙伴的关系强度较高时，

知识相似性与企业探索性创新绩效之间的倒 U 型

关系变陡峭。

图 4 网络聚合度对知识相似性与企业探索性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1.3.3 网络聚合度对知识相似性与探索性创新绩

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当企业内合作网络聚合度较高时，由于高聚

合度网络的每个派系内部成员较少与其他派系成

员交流，导致企业从合作伙伴处识别和获取的知

识仅仅在参与外部合作发明人所在的派系内部传

播，从而阻碍了外部获取的异质性知识在企业层

面的共享和利用［16］。由此可见，高网络聚合度将

会削弱知识相似性对企业探索性创新绩效的正向

影响（如图 4，正向作用曲线）。然而，当企业内

合作网络聚合度较高时，企业获得的异质性和新

颖性知识的水平不变，因此企业与合作伙伴的知

识相似性对企业探索性创新绩效的负向影响保持

不变（如图 4，负向作用曲线）。综合两种作用机

制，提出如下假设：

H3：当企业内合作网络聚合度较高时，知识

相似性与企业探索性创新绩效之间的倒 U 型关系

变平坦。

1.3.4 网络距离对知识相似性与探索性创新绩效

关系的调节作用

当企业内合作网络距离较长时，由于从合作

伙伴处获取的知识仅仅保留在与外界有直接接触

的少数发明人，这将不利于外部知识在企业内部

的有效传播，从而阻碍了外部获取的异质性知识

在企业层面的共享和利用［16］。由此可见，较高的

网络距离会削弱知识相似性与企业探索性创新绩

效之间的正向关系（如图 5，正向作用曲线）。相

反，当企业内发明人之间具有较短的网络距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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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网络距离对知识相似性与企业探索性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位于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守门人”位置的发明

人能够将合作伙伴的异质性新颖知识有效地传递

给企业内的其他发明人，促进外部异质性知识在

企业内部发明人之间的知识共享，从而增强知识

相似性对企业探索性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同时，

当企业内合作网络距离较长时，企业获得的异质

性和新颖性知识的水平不变，因此企业与合作伙

伴的知识相似性对企业探索性创新绩效的负向影

响保持不变（如图 5，负向作用曲线）。综合两种

作用机制，提出如下假设：

H4：当企业内合作网络距离较长时，知识相

似性与企业探索性创新绩效之间的倒 U 型关系变

平坦。

1.4  样本数据收集

随着全球能源危机和环境问题的不断加剧，

加快培育和发展电动汽车产业对于推动国家产业

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23］。

本研究应用电动汽车领域的发明专利数据对上述

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选择发明专利数据的主

要原因是：作为技术创新成果的主要载体，发明

专利文本包含丰富的信息，其中，专利权人合作

共现用来构建组织间合作关系，发明人合作共现

用来构建组织内发明人合作网络，国际专利分类

号（IPC）用来测度企业探索性创新绩效［24］。选

用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专利数据库的主要

原因是该数据库收录了全球大多数的先进技术，

同时其授权专利通过严格的专利审查具有较高的

专利质量，这为分析全球电动汽车产业的创新行

为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本文的专利数据来源

于谷歌云平台发布的 USPTO 专利消歧数据［25］。

根据 Borgstedt 等［26］的研究，电动汽车产业

包括混合动力汽车、电池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电

动汽车三个“清洁技术”子领域，分别构建三个

子领域的专利检索式，并在专利数据库检索专利

数据，删除重复专利后，即得到电动汽车产业的

全部专利数据。经统计发现，该产业的专利申请

量和合作专利申请量在 2000 年之后迅速增长，因

此本文考察 2000 年（申请年）之后的专利数据。

由于专利从申请到公开再到授权存在时滞，2015

年之后专利申请量呈现大幅下降，因此仅考察申

请年为 2015 年之前的专利数据。2000—2015 年，

电动汽车产业的专利共计 19705 件，其中合作专利

1176 件。由于解释变量的测度采用 5 年移动窗口

（2000—2004，2001—2005，……，2010—2014），

被解释变量为解释变量的滞后 1 年，因此被解释变

量的时间范围为 2005—2015 年。基于此，本文采

用电动汽车产业参与组织间合作的企业 11 年的数

据对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1.5  变量测度

（1）被解释变量企业探索性创新绩效：已有

关于企业探索性创新绩效主要用企业与过去相比

进入新技术领域的专利数量来衡量［3，19］。根据前

文对探索性创新绩效的定义，本研究用企业进入

特定合作伙伴具备而自身不具备的新技术领域的

专利数量来衡量。具体为企业第 t 年专利与过去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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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t—5 到 t—1 年）专利相比进入包含特定伙伴

所具备而自身不具备的新 IPC 的专利数量。本文采

用 IPC 前 4 位作为划分不同技术领域的标准。

（2）解释变量企业与合作伙伴知识相似性：

用企业与合作伙伴所从事技术领域的相似程度来

衡量。具体为第 t—5 到 t—1 年企业与合作伙伴在

每个技术领域（IPC 前 4 位）上授权专利数的余弦

相似性（Cosine similarity）。计算公式为：

cosxy=x‘y/（|x||y|） （1）

其中，x 代表焦点企业在每个 IPC 分类号上授

权的专利数量的向量；y 代表合作伙伴在每个 IPC

分类号上授权的专利数量的向量。

（3）调节变量企业与合作伙伴关系强度：用

企业与合作伙伴的连接强度来衡量，具体为企业

在第 t—5 到 t—1 年与该合作伙伴的合作次数。

网络聚合度：用企业内发明人合作网络的集

聚系数来衡量［16］，具体为企业在第 t—5 到 t—1 年

企业内发明人合作网络中闭合三角关系占全部三

角关系的比例，计算公式为：

CCi=C △ /（C △ +C ＜） （2）

其中，C △代表闭合三角关系，C ＜代表开放

三角关系。

网络距离：用企业内发明人合作网络的平均

路径长度来衡量［16，27］，具体为企业在第 t—5 到

t—1 年合作网络中任意两个可达节点之间最短距

离的平均值。对于包含多个子网的网络，平均路

径长度根据每个节点所在最大连通子图计算得到。

（4）控制变量企业内合作网络密度：为企业

内发明人之间合作的平均连接程度，采用第 t—5

到 t—1 年企业内部发明人合作网络的网络密度来

衡量［19］。

企业内合作网络派系数量：为企业内发明人

合作网络中至少包含三个发明人的最大完备子网

络的数量，采用第 t—5 到 t—1 年企业内部发明人

合作网络的派系数量来衡量。

企业知识多样化程度：采用企业在不同技术

领域专利分布的赫芬达尔指数（HHI）来衡量，具

体为企业第 t—5 到 t—1 年在每个技术领域（IPC 前

4 位）上授权专利数分布的 HHI。HHI 的计算公式

如下：

 （3）
其中，i 代表 IPC 前 4 位分类号，N 代表企业所

拥有的 IPC（前 4 位）分类号的总数量。Xi 代表企

业在第 i 个 IPC 分类号上所拥有的专利数量，X 为

企业所拥有的专利数量的总和。

2 数据分析和结果

2.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表 1 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统

计样本中，企业探索性创新绩效的样本均值为

0.259，这表明企业获得新知识而形成专利的平均

数为 0.259 件，最小值为 0.000，最大值为 35.000。

知识相似性的均值为 0.758，最小值为 0.025，最

大值为 1.000。关系强度的均值为 2.588，最小值

为 1.000，最大值为 151.000。网络聚合度的均值为

0.828，网络距离的均值为 1.923。经计算，变量的

方差膨胀因子（VIF）为 2.02，因此本模型不存在

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探索性创新绩效 知识相似性 关系强度 网络聚合度

探索性创新绩效 0. 259 1. 387 0. 000 35. 000 1

知识相似性 0. 758 0. 229 0. 025 1. 000 - 0. 043 *** 1

关系强度 2. 588 6. 728 1. 000 151. 000 0. 092 *** 0. 040 *** 1

网络聚合度 0. 828 0. 182 0. 000 1. 000 - 0. 027* 0. 133 *** - 0. 213 *** 1

网络距离 1. 923 1. 607 1. 000 9. 195 - 0. 001 - 0. 244 *** 0. 166 *** - 0. 744 ***

注：＊＊＊代表 p ＜ 0.01；＊＊代表 p ＜ 0.05；* 代表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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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回归分析

以企业探索性创新绩效为被解释变量，以知

识相似性为解释变量，以关系强度、网络聚合度

和网络距离为调节变量，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和

回归结果分析。本文研究对

象为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对。由于

企业在一年内可能与多个企业合作，研究样本

不是面板数据，因而采用准极大似然泊松回归

（PQML）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模型 1 为企业与合作伙伴的知识相似性对企

业探索性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由模型

1 可以看出，知识相似性的平方项系数为负向显

著（β=—2.602，p<0.010），知识相似性的一次

项系数为正向显著（β=2.163，p ＜ 0.010），由此

可见，H1 得到验证，即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的知

识相似性与探索性创新绩效之间具有倒 U 型关系。

随着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知识相似性水平的增加，

企业能够有效获取和识别合作伙伴的异质性知识，

进而提升企业的探索性创新绩效。然而，当知识

相似性水平超过临界值时，企业获得新颖的异质

性知识的可能性下降，导致企业的探索性创新绩

效降低。

模型 2 为企业与合作伙伴的关系强度对知识

相似性与企业探索性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的

实证检验结果。由模型 2 可以看出，知识相似性

的平方项与关系强度交互项的系数为负向显著

（β=—0.262，p ＜ 0.010），知识相似性的一次项与

关系强度交互项的系数为正向显著（β=0.391，p

＜ 0.010），由此可见，H2 得到验证，即较高的关

系强度使知识相似性与探索性创新绩效之间的倒 U

型关系变陡峭。当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强

度较高时，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频繁紧密的交流

能够保证企业更好地理解和使用合作伙伴的新颖

知识，从而使得倒 U 型关系变陡峭。

模型 3 为企业内合作网络聚合度对知识相

似性与企业探索性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的

实证检验结果。由模型 3 可以看出，知识相似性

的平方项与网络聚合度交互项的系数为正向显

著（β=12.040，p ＜ 0.010），知识相似性的一次

项与网络聚合度交互项的系数为负向显著（β=-

23.510，p ＜ 0.010），由此可见，H3 得到验证，即

较高的网络聚合度使知识相似性与探索性创新绩

效之间的倒 U 型关系变平坦。当企业内合作网络

聚合度较高时，由于从合作伙伴处获得的新颖知

识仅在派系内部传播，这阻碍了外部知识在企业

内部发明人之间的转移，不利于企业内所有发明

人之间的知识共享和利用，从而使得倒 U 型关系

变平坦。

模型 4 为企业内合作网络距离对知识相似性与

企业探索性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的实证检验

结果。由模型 4 可以看出，知识相似性的平方项与

网络距离交互项的系数不显著（β=—0.918，p ＞

0.100），知识相似性的一次项与网络距离交互项的

系数为正向显著（β=2.435，p<0.010），同时，知

识相似性一次项和知识相似性平方项的系数均不

显著（β=—1.770，p ＞ 0.100；β=—1.324，p ＞

0.100），因此 H4 未得到验证。当企业内合作网络

距离较长时，较长的网络距离并未影响外部知识

在组织内部的传播和扩散，因此企业内合作网络

距离对知识相似性与探索性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没有显著影响。综上，H1，H2 和 H3 得到验证，

H4 未得到验证。

表 2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探索性创新绩效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直接效应

知识相似性
2. 163 *** 1. 252 22. 260 *** - 1. 770

(0. 721) (0. 767) (4. 219) ( 1.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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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探索性创新绩效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知识相似性 2
- 2. 602 ***

(0. 574)
- 1. 963 ***

(0. 609)
- 13. 100 ***

(3. 087)
- 1. 324
( 1. 135)

调节效应

知识相似性 × 关系强度
0. 391 ***

(0. 131)

知识相似性 2   × 关系强度
- 0. 262 ***

(0. 084)

知识相似性 × 网络聚合度
- 23. 510 ***

(4. 829)

知识相似性 2   × 网络聚合度
12. 040 ***

(3. 584)

知识相似性 × 网络距离
2. 435 ***

(0. 833)

知识相似性 2   × 网络距离
- 0. 918
(0. 604)

控制变量

关系强度
0. 025 ***

(0. 002)
- 0. 109 **

(0. 049)
0. 023 ***

(0. 002)
0. 020 ***

(0. 002)

网络聚合度
0. 979 ***

(0. 288)
1. 058 ***

(0. 297)
11. 480 ***

( 1. 586)
0. 992 ***

(0. 288)

网络距离
- 0. 248 ***

(0. 038)
- 0. 248 ***

(0. 038)
- 0. 195 ***

(0. 038)
- 1. 458 ***

(0. 285)

网络密度
- 3. 026 ***

(0. 161)
- 3. 011 ***

(0. 161)
- 3. 153 ***

(0. 163)
- 3. 059 ***

(0. 162)

派系数量
0. 064 ***

(0. 013)
- 0. 060 ***

(0. 014)
- 0. 061 ***

(0. 013)
- 0. 059 ***

(0. 013)

知识多样化
- 0. 604 ***

(0. 170)
- 0. 616 ***

(0. 170)
- 0. 664 ***

(0. 172)
- 0. 676 ***

(0. 172)

Cons
0. 058

(0. 349)
0. 248

(0. 363)
- 8. 860 ***

( 1. 414)
2. 146 ***

(0. 558)

样本观测数 4177 4177 4177 4177

注：＊＊＊代表 p ＜ 0.01；＊＊代表 p ＜ 0.05；* 代表 p ＜ 0.1；括号内为标准差。

续表

3 主要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 2005—2015 年全球电动汽车领域的

专利权人企业为样本，基于“知识关系—活动过

程”的分析框架，从企业合作关系对层面考察企

业与合作伙伴的知识相似性对企业探索性创新绩

效的影响，以及企业与合作伙伴的关系强度、企

业内合作网络聚合度和网络距离对上述关系的调

节效应，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企业与合作伙伴的知识相似性对企业

探索性创新绩效具有倒 U 型影响。随着企业与合

作伙伴知识相似性的增加，企业探索性创新绩效

先上升后下降。这表明当知识相似性由低水平向

适度水平增加时，有利于企业有效识别外部异质

性知识，从而对探索性创新绩效产生正向影响；

但当知识相似性由适度水平向更高水平增加时，

企业获取异质性知识的程度降低，从而对探索性

创新绩效产生负向作用。因而，企业与合作伙伴

之间适度水平的知识相似程度更有利于企业探索

性创新绩效的提升。在创新管理实践中，企业可

选择与自身知识结构有一定相似性，同时又存在

部分差异的企业作为合作对象，彼此间能够在有

效沟通的基础上，获取异质性的新颖知识。知识

不相关或者知识过度重叠都不利于企业从合作伙

伴处学习到新颖的知识。已有研究主要关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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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近性、技术距离等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3，10—

11］，本文进一步考察合作关系对的知识相似性对企

业探索性创新绩效的影响，是对已有研究在探索

性创新绩效上的拓展，从而丰富了探索性创新绩

效实现机制的理论内涵。

第二，企业与合作伙伴的关系强度在知识相

似性与企业探索性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中发挥重

要的调节作用。随着企业与合作伙伴关系强度的

增加，知识相似性与探索性创新绩效间的倒 U 型

曲线变陡峭。这表明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较高的

关系强度能够使得企业更好地消化和吸收合作伙

伴的异质性知识，从而使得知识相似性与企业探

索性创新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增强，同时知识相

似性与企业探索性创新绩效之间的负向关系增强。

因而，当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知识相似性处于较

低或适度水平时，企业应加强与已有合作伙伴之

间的交流和信任程度。通过紧密沟通以及彼此间

建立的亲密信任关系，促进企业对外部异质性知

识的有效吸纳。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加入关

系强度这一重要的情境变量，从而深化了知识相

似性与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该研究结

论是对曾德明和文金艳［13］和吴言波等［14］研究的

进一步拓展和补充。

第三，企业内合作网络聚合度和网络距离对

企业探索性创新绩效的调节效应存在差别。关于

合作网络聚合度，随着企业内发明人合作网络聚

合度的增加，知识相似性与企业探索性创新绩效

间的倒 U 型关系变平坦。这表明当企业具有较低

的内部合作网络聚合度时，外部知识在企业内部

发明人之间更易传播和扩散，有利于异质性知识

的吸纳和转化进而产生探索性创新成果，从而使

得知识相似性与企业探索性创新绩效之间的正向

关系增强，同时知识相似性与企业探索性创新绩

效之间的负向关系增强。因而，当企业与合作伙

伴之间知识相似性处于较低或适度水平时，企业

可降低内部成员之间紧密的合作关系，通过构建

松散的发明人合作网络，促进对合作伙伴异质性

新颖知识的有效转化和利用。然而，随着企业内

发明人合作网络距离的增加，知识相似性与企业

探索性创新绩效间的倒 U 型关系未发生变化。由

此可见，相比于网络距离，企业内成员间网络聚

合度能够影响企业对合作伙伴异质性知识的转化

效果，从而在知识相似性与企业探索性创新绩效

之间扮演重要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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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

肖  峰1，宁致远2

1. 青岛大学，山东青岛，266071；2. 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山东青岛，266100

摘  要：环境规制作为保护环境的有效手段，其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但目前专门

针对海洋领域的研究不多。本文以我国海洋经济为研究对象，首先基于相关文献和理论，从直接和间接效应

出发分析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机理。其次将资源的刚性约束与环境负效应纳入海洋经济

绿色技术进步测度模型中，采用混合 EBM 模型和全局 GML 指数分解相结合的方法测算我国海洋经济绿色技

术进步。再次通过可行广义最小二乘估计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我国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路径。研究

发现：（1）环境规制对我国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的直接影响存在“倒 N 型”的非线性关系，表明就提升海

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而言，恰恰是中等适度的环境规制强度对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的提升是最优的。（2）

环境规制对我国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存在多种间接影响路径，其中，环境规制加强了产业结构对我国海洋

经济绿色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同时抑制了人力资本、科教投入对其的促进作用；除此之外，环境规制还抑

制了沿海地区进出口及陆域工业规模对我国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的负向影响。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本文

提出了相关政策启示。

关键词：海洋经济；环境规制；绿色技术进步；直接影响；间接影响

0 引言

进入 21 世纪以来，得益于国家政策扶持以及

海洋经济自身内在潜力，我国海洋经济获得了迅

速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1］。当下，发

展海洋经济是适应经济新常态的题中之意，也是

引领“走出去”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必然选

择和具体措施。然而，随着海洋经济的高速发展，

海洋生态环境破坏、资源利用粗放、经济结构失

衡等一系列问题开始显现，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告诫我们在

海洋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不能只注重“量”，而

忽视“质”的提升，造成本末倒置，所谓的“质”

便是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2－3］。随着环境问题

在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

学者认为海洋环境是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内生要

素。依据环境经济学中“污染避税假说”，如果某

地区实行严格的环境规制，会引起该地区企业生

产成本增加，相关企业从利润最大化出发，会将

部分污染企业转移至规制强度较低的地区。对此，

学术界和政府决策者认为环境规制会在某种程度

上改善环境质量，但同时也会反过来增加企业负

担，致使企业转移至低规制区，由此可能会出现

环境改善而经济发展停滞的困局。因此，如何协

调环境规制强度并有效激励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

步，成为当前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亟须解决

的问题。

目前，关于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的关系争论

不休，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主要存在以下四个方

面的观点：（1）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会对技术进

步造成负向影响。新古典理论认为环境规制具有

负的外部性会使企业减少技术研发投资，进而影

响技术进步［4－5］。一些企业在严格的环境规制与

自身发展双重压力下，可能会放弃研发某些产品，

进而丧失投资机会，降低企业的竞争力。（2）

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会对技术进步造成正向影响
［6－7］。“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会激发企业的

“创新补偿”效应，激励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

提高自身技术，对企业环境研发支出具有正向的

刺激作用，使得“创新补偿”大于“遵循成本”，

进而提高企业生产率［8－9］。（3）环境规制对技术

进步没有产生显著影响。由于行业和企业间的异

质性，环境规制会对技术进步产生不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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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点也得到了部分学者的验证。通过对制造

业、化学工业等行业的研究，企业在面临环境规

制时并未显著激励其增加技术研发开支，生产技

术进步也没有显著提升。（4）环境规制与技术进

步之间并非简单的单向线性关系，关于这个观点

目前存在两种主要结论：一是环境规制对技术进

步呈现“U 型”影响关系，这种影响并不能简单地

归纳为正向和负向影响，应当从“遵循成本”以

及“创新补偿”的角度去分析两者不同的影响阶

段［10］。在考虑企业规模和人力资本等外部因素

时，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影响首先是以“抵消

效应”为主，之后逐步转变为以“补偿效应”为

主，也就是“下降－上升”的 U 型趋势［11］。在考

虑区域差异时，环境规制对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

技术进步的影响具有两个门槛效应［12］。二是关于

“倒 U 型”结论的研究，环境规制对研发技术进步

造成先促进后抑制的影响［13］。

上述研究成果为理解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之

间的影响关系提供了理论与经验支持，但已有研

究难以满足海洋高质量发展新形势的需要：（1）

现有研究大多忽视了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的刚性

约束及环境负效应，这种以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并不能反映出海洋高质量发展

的客观情况。（2）现有研究在工业等领域已得到

较多展开，但专门针对海洋领域的研究较为匮乏。

目前仅有的涉海相关研究主要涵盖了两个视角：

一是通过设计环境绩效评价体系抑或是环境承载

力保护系统等，探讨海洋环境绩效与海洋环境综

合管理［14］；二是利用各国海洋环境对海洋经济的

相互作用和贡献研究海洋环境与海洋经济之间的

相互关系［15－16］。（3）以往研究较多停留在研究

两者之间的直接关系，大多将中间环节视为理论

“黑箱”，从而忽视了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之间可

能存在的间接关系。

综上，环境规制作为保护环境的有效手段，

其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

点，但目前专门针对海洋领域的研究不多。对此，

本文以我国海洋经济为研究对象，首先基于相关

文献和理论，从直接和间接效应出发分析环境规

制对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机理；其次将

资源的刚性约束与环境负效应纳入海洋经济绿色

技术进步测度模型中，采用混合 EBM 模型和全局

GML 指数分解相结合方法测算海洋经济绿色技术

进步，改善以往研究的缺陷和不足，优化投入产

出；在此基础上通过可行广义最小二乘估计对环

境规制与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深入

研究与分析，为实现我国海洋经济绿色转型提供

指导。

1 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作用机

理分析

1.1  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直接影响

机理分析

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的直接影

响主要是环境规制影响涉海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

成本和收益，改变绿色技术创新的供需关系，企

业需要重新配置在绿色技术创新上的资源投入，

进而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程度和规模等造成影响，

其主要取决于“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

两者此消彼长的作用大小。

“成本效应”主要是指短期内进行环境规制会

增加企业的环境成本，进而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

效率。当政府实施环境规制时，涉海企业须采取

一定的技术减少入海污染物排放以达到环境标准。

为了达到环保标准，涉海企业会购买清洁型原材

料，安装减污减排设备，对员工进行培养以使用

新设备等，这些成本的增加会减少企业利润，进

而挤占企业在海洋清洁技术开发的支出。除此之

外，在环境规制下，涉海企业在生产工艺、企业

管理、人员配置等各个方面都要进行改革，而这

些均会不同程度面临阻力，进而增加企业的成本，

不利于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

“创新补偿效应”是指长期内环境规制对涉海

企业的技术进步产生促进作用，抵消短期“成本

效应”。通过对涉海企业进行环境规制，导致其生

产要素价格上涨，迫使企业进一步改进海洋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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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技术、降低成本。政府会对那些污染严重的

涉海企业进行罚款或增税，而对那些使用清洁技

术的涉海企业给予政府补贴或者退税等，促使企

业从事海洋清洁绿色技术研发以达到规制的标准，

从而直接促进了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

基于上述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

直接影响的机理分析，本文提出第一个待检验假

设：

H1：在“成本效应”与“创新补偿效应”的

共同作用下，环境规制与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

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

1.2  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间接影响

机理分析

环境规制不仅对绿色技术进步产生直接影响，

同时还会通过人力资本、科教投入、产业结构、

沿海地区进出口水平以及陆域工业规模等间接地

对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产生影响。具体分析 

如下。

1.2.1 海洋人力资本和科教投入

一方面，海洋经济是资本密集型产业，绿色

技术进步离不开大量海洋科技人才投入。适当的

环境规制会迫使涉海企业提升海洋清洁技术水平，

企业会加大人才尤其是海洋科研人员的引进以及

海洋科教等方面的资金投入，将人力资本优势转

化为技术创新。另一方面，在企业预算不变的前

提下，环境规制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会压缩海洋

从业人员的薪酬和培训支出，致使海洋技术创新

在人力和资金上无法满足，反过来，在某种程度

上抑制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综上所述，本文

提出第二个假设：

H2：环境规制会通过人力资本的技术创新效

应、科教投入的创新转化效应以及成本效应间接

影响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且会随着这些效应

的此消彼长对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产生不同方

向和程度的影响。

1.2.2 海洋产业结构

一方面，环境规制会提高海洋产业特别是受

规制海洋产业的进入壁垒，限制其规模扩张，同

时也会增加在位海洋产业的治污成本和清洁技术

改造成本，加速淘汰和退出速度，降低海洋污染

型企业所占的比重，促进海洋产业结构升级，进

而有利于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另一方面，环

境规制也会倒逼在位企业加大海洋绿色技术的创

新研发，改造其清洁生产工艺，提高企业的生产

效率和竞争力。这一过程会使资本、劳动等海洋

生产要素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流动，实现资源合理

配置，促进海洋产业升级，进而有利于海洋经济

产出增加的同时促进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17］。

除此之外，环境规制还会引导消费者偏好的变化，

图 1 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直接影响的作用路径



2025年  第1卷  第1期科研世界·14·

提高消费者对海洋绿色产品消费和海洋旅游等的

需求，进而导致企业调整生产计划和产品创新，

提高了海洋高新技术产业以及海洋绿色产业的发

展，加之其具有较强的技术溢出效应，整体上提

高沿海地区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综上所述，

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

H3：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提高海洋产业进入壁

垒、倒逼在位企业技术研发以及引导消费者偏好

形成产业结构优化的集聚效应间接促进海洋经济

绿色技术进步。

1.2.3 沿海地区进出口水平

受环境规制约束，在沿海地区进出口中，涉

海企业投资方向、投资地址选择、外资吸引能力

等都会对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产生一定的影响，

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依据“污染天堂

假说”，环境规制会对沿海地区涉海企业的对外投

资地址和方向选择造成影响。在环境规制过高时，

外商企业为实现利润最大化以及自身发展，可能

会将污染较大的海洋产业转移到规制水平较低的

沿海国家和地区；二是，环境规制会对沿海地区

的外资吸引能力产生一定影响，由于海洋资源有

限，环境规制会进一步降低沿海地区对外资的吸

引能力，减弱涉海企业的创新能力。由此本文提

出第四个假设：

H4：环境规制会通过影响涉海企业投资地址

选择以及外资吸引能力等抑制沿海地区进出口对

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的技术溢出效应。

1.2.4 陆域工业规模

一般认为，适当的环境规制会使得工业规模

扩大，进而形成产业集聚，具有显著的规模效应

和技术溢出效应。但是，当工业规模超过一定水

平时，会弱化规模优势，陆域产业制造的污染物

排放入海增加，进而加大沿海地区海洋环境治理

压力，不利于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除此之外，

随着沿海地区工业规模扩大，环境规制还会引致

部分涉海企业产生“寻租”动机，影响企业正常

生产过程，进而降低企业的创新水平。综合上述

分析，考虑到陆域工业规模扩大对海洋经济绿色

技术进步的影响多为负向，由此本文提出第五个

假设：

H5：环境规制会增强沿海地区工业规模对海

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的负向影响。

图 2 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间接影响的作用路径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和样本选取

本文的样本时间为 2006—2015 年，选取的所

有指标数据涵盖了我国沿海 11 个省份。文中涉及

的所有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中

国统计年鉴》以及笔者测算得到。在此基础上，

为了保证数据平稳且避免异方差，本文进一步对

相关数据进行对数处理。具体的数据统计如下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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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的含义及公式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变量公式

被解释变量 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 gtp

投入指标 : 涉海就业人数、海洋资本存量、码头长度、旅行社数、海洋机动渔船
产出指标 : 海洋生产总值、海洋污染指数
将投入、产 出 指标 一 同带入考虑非期望产出的 EBM-GML 模型测算获得［18－20］

核心解释变量

海洋环境规制 er
单位海洋产值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 = ( 工业污染治理完成额 *  海洋产 业占比 ) / 
( 地区生产总值 * 海洋产业占比 )

海洋人力资本 human 海洋科技人员数占所有涉海从业人员的比例

海洋产业结构 struct 海洋第三产业占比

主要控制变量

海洋科教投入 sciedu 海洋科教服务业的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

沿海地区进出口水平 open 进出口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

陆域工业规模 mscal
沿海地区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十二五”规划中，我国正式确定了山东、浙江、广东、福建和天津这五个沿海

其他控制变量
试点政策因素 pilot 省份为海洋经济的发展试点，本文拟将这五个试点省份赋值为 1，其他省份为 0

政府政策因素 policy 将 2006—2010 年赋值为 0，2011—2015 年 (“十二五”规划期间 ) 赋值为 1

2.2  实证模型构建

2.2.1 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的直接

效应模型

经 1.1 节的作用机理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对海

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的直接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

关系。因此，本文参照王杰和刘斌［21］、周肖肖等
［22］的研究方法，引入环境规制的一次项，二次项

和三次项来考察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潜在非线性

关系，并构建如下直接效应模型：

Lngtp it=α 0+α 1Lner it+α 2（Lnerit） 2+α 3

（Lnerit）3+52

其中，Lnerit 是第 i 个沿海省份第 t 年的海洋环

境规制，Xit 代表了本文选择的主要控制变量，Zit

代表了本文选择的政策虚拟变量，α、α' 和 α''

是模型待估计系数，εit 是随机干扰项，i 表示地区，

t 表示时间。

2.2.2 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的间接

效应模型

本文在参考张华和魏晓平［23］、周肖肖等［24］

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引入环境规制与海洋人力资

本、海洋产业结构、海洋科教投入、沿海地区进

出口水平和陆域工业规模的交叉项，以探求环境

规制通过这五种途径对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的

作用水平，具体的计量模型设置如下：

其中，Mit 是第 i 个沿海省份第 t 年的环境规制

与海洋人力资本的交互项、环境规制与海洋产业

结构的交互项、环境规制与海洋科教投入的交互

项、环境规制与沿海地区进出口水平的交互项以

及环境规制与陆域工业规模的交互项。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直接效应

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对模型（1）进行自相关和异方差检

验，具体的检验结果如表 2。

表 2 异方差和自相关检验

检验 检验对象 检验值 P 值 原假设 是否接受原假设

Modified Wald test 组间异方差 1 789. 900 0. 000 0 不存在组间异方差 否

Wooldridge test 组内自相关 26. 971 0. 000 4 不存在组内自相关 否

Friedman's test 组间同期相关 7. 106 0. 715 4 不存在组间同期相关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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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回归时，若数据间存在着异方差和自

相关性，仍继续采用混合 OLS、固定效应和随机

效应模型进行估计，会造成严重的误差。因此，

综上各个检验结果，本文将采用考虑异方差和自

相关性的可行广义最小二乘估计（FGLS），以避

免上述问题的干扰，增强结果说服力［25］。在此基

础上，为了使回归结果更加稳健，本文将解释变

量海洋环境规制的各次项依次引入直接效应模型

进行回归。通过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其正负号及

显著性并未出现较大波动和变化，证实了本文选

择的模型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通过表 3 第 2 至 4 列方程中的环境规制一次项、

二次项和三次项的关系，本文发现环境规制与海

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呈现出“下降－上升－下降”

的倒 N 型趋势，即“倒 N 型”的非线性关系，H1

成立。这表明就提升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而言，

不是环境规制强度越高就越合适，也不是环境规

制强度越低就越有效，恰恰是中等适度的环境规

制强度对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的提升是最优的，

二者在中间阶段呈现正向关系。

为了确保上述实证结果的无偏和一致性，本

文对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再检验，

认为在该直接效应模型中沿海地区进出口水平会

引起双向因果关系。据此，将这一变量的一阶和

二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对模型（1）采用广义

矩估计（GMM）进行再估计（结果汇报在表 3 中

第 5 列），结果显示：所有参数的系数符号均和预

期相符合同时具有较好的显著性，并且 Hansen’sJ

过渡识别检验的 P 值是 0.2131，接受原假设，即所

有的工具变量均外生。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引入

了有限信息最大释然法（LIML）与该结果进行对

比，结果进一步印证了“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

结论，同时也再次证明了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和

可信性。

3.2  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间接效应

的实证分析

在利用环境规制与各个变量之间的交互项进

行回归时，交互项以及核心解释变量之间会存在

多重共线性问题，会使得回归结果出现偏差，为

消除这种共线性，本文对间接效应模型中的五个

交互项进行去中心化处理。同时。参照上一节的

检验方式，对模型（2）进行异方差和自相关检

验，具体结果如下。

表 3 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直接影响的实证结果

Lngtp 混合 ols FGLS FGLS FGLS GMM LIML

Cons
0. 970 3 *** 0. 129 8 0. 048 9 0. 084 8 1. 221 9 *** 1. 200 8 ***

(6. 91) ( 1. 43) (0. 41) (0. 89) (9. 72) (9. 60)

Lner
- 0. 000 5
( －0. 01)

- 0. 048 6 ***
( －8. 95)

- 0. 055 1 ***
( －5. 28)

0. 006 9
(0. 72)

0. 037 4
(0. 54)

0. 034 0
(0. 49)

(Lner) 2
- 0. 114 9
( －1. 79)

0. 014 2
(0. 99)

0. 063 2 ***
(4. 34)

- 0. 111 5 **
( －2. 30)

- 0. 111 0 **
( －2. 29)

(Lner) 3
- 0. 004 5
( －0. 04)

- 0. 118 8 ***
( －6. 50)

- 0. 060 4
( －0. 66)

- 0. 049 1
( －0. 53)

Lnhuman
0. 372 7 0. 086 1 *** 0. 080 0 *** 0. 073 4 *** 0. 140 0 *** 0. 136 1 ***

( 1. 79) (7. 75) (6. 59) (7. 24) (3. 88) (3. 83)

Lnstruct
0. 102 1 ** 0. 159 5 *** 0. 160 2 *** 0. 219 1 *** 0. 628 6 *** 0. 589 6 ***

(2. 38) (3. 44) (3. 20) (4. 79) (3. 81) (3. 54)

Lnsciedu
0. 290 1 *** 0. 028 9 0. 018 3 0. 027 9 0. 080 1 * 0. 087 4 **

(3. 75) (0. 96) (0. 52) (0. 96) ( 1. 98) (2. 12)

Lnopen
0. 099 7 * - 0. 126 0 *** - 0. 129 4 *** - 0. 121 0 *** - 0. 154 9 *** - 0. 148 4 ***

( 1. 84) ( －7. 02) ( －6. 66) ( －7. 18) ( －4. 38) ( －4. 20)

Lnmscal
- 0. 121 3 **

( －2. 92)
- 0. 015 1
( －0. 45)

- 0. 033 5
( －0. 78)

- 0. 030 2
( －0. 83)

0. 313 5 ***
(5. 49)

0. 313 2 ***
(5.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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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gtp 混合 ols FGLS FGLS FGLS GMM LIML

Pilot
0. 060 7 0. 194 6 *** 0. 217 0 *** 0. 255 6 *** 0. 108 3 ** 0. 103 2 **

(0. 82) (2. 87) (2. 83) (3. 77) (2. 33) (2. 25)

Policy
0. 036 3 0. 019 6 *** 0. 021 7 *** 0. 020 5 *** 0. 002 9 0. 007 6

( 1. 32) (2. 66) (2. 66) (2. 96) (0. 12) (0. 31)

LM 74. 47

检验 ［0. 000 0］

GMMc 1. 104 6

检验 ［0. 293 3］

Hansen's J 1. 550 5

检验 ［0. 213  1］

注：圆括号内是 t 统计值，FGLS 估计方法括号是 z 统计值，中括号是 P 值。＊＊＊、＊＊、* 分别

表示在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表 4 异方差和自相关检验

检验 检验对象 检验值 P 值 原假设 是否接受原假设

Modified Wald test 组间异方差 1 383. 530 0. 000 0 不存在组间异方差 否

Wooldridge test 组内自相关 1. 793 0. 210 3 不存在组内自相关 是

续表

根据上述各项检验结果，本文将继续采用

FGLS 进行验证，有效规避上述问题的干扰。通过

实证发现，在逐一加入各交互项进行回归时，环

境规制指标的系数均为负数，且显著性并未发生

太大变化，说明该实证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本部分结合方程（1）至方程（5）的实证结果，

发现如下结论：

第一，境规制抑制人力资本对海洋经济绿色

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通过表 5 显示，环境规制与

人力资本的交互项为正，人力资本对海洋经济绿

色技术进步存在正向的作用，造成这种结果的原

因可能是因为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效应大于人力

资本的技术创新效应，即 H2 成立。

第二，环境规制抑制了科教投入对海洋经济

绿色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从表 5 回归结果可以看

出，环境规制和科教投入的交互项为正，科教投

入对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存在正向影响。随着

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对科研成果转化速度提出

了更高要求，在应对恶劣环境以及严格的政府环

境管制下，海洋科教的创新转化效应并未真正显

现，对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水平的提升产生了

阻力作用，即 H2 成立。

第三，环境规制能够加强产业结构对海洋经

济绿色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即 H3 成立。表 5 显

示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的交互项为负数，产业结

构对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存在正向影响作用。

随着环境规制的进一步加强，刺激海洋产业高级

化程度加深，促使清洁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海

洋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进一步有助于海洋经济

绿色技术进步的提高。

第四，环境规制抑制沿海地区进出口对海洋

经济绿色技术进步的负向影响，即 H4 不成立。从

表 5 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出环境规制与沿海地区进出

口的交互项是负数，且沿海地区进出口与海洋经

济绿色技术进步存在负向影响关系。随着环境规

制的提高，污染型企业逐渐被淘汰退出，或者加

强自身对外来技术的学习，强化外资的技术溢出

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对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

步的反向影响。

第五，环境规制抑制沿海地区陆域工业规模

对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的负向影响，即 H5 不成

立。从表 5 实证结果可以看出环境规制与沿海陆域

工业规模的交互项系数是负数，且沿海陆域工业

规模与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存在负向影响关系，

随着环境规制的加大，工业规模效应逐渐增加，

有利于技术创新，对于工业污染和“寻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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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减少，进而造成环境规制抑制工业规模对绿 色技术进步负向作用力。

表 5 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间接影响的实证结果

Lngtp 方程 (1) 方程 (2) 方程 (3) 方程 (4) 方程 (5)

Cons
- 0. 200 2 *** - 0. 199 6 *** - 0. 199 5 *** - 0. 191 6 *** - 0. 190 5 ***

( －5. 82) ( －5. 80) ( －5. 80) ( －5. 51) ( －5. 44)

Lner
- 0. 030 8 *** - 0. 031 3 *** - 0. 029 6 *** - 0. 031 1 *** - 0. 032 5 ***

( －5. 68) ( －5. 65) ( －5. 04) ( －3. 79) ( －3. 44)

Lner × lnhuman
0. 059 9 *** 0. 055 8 *** 0. 051 9 *** 0. 056 4 *** 0. 055 8 ***

( 10. 90) (6. 00) (5. 01) (3. 00) (3. 01)

Lner × lnstruct
- 0. 034 5
( －0. 61)

0. 008 3
(0. 11)

- 0. 073 5
( －0. 77)

- 0. 076 7
( －0. 76)

Lner × lnsciedu
- 0. 016 3 0. 045 3 0. 044 9

( －0. 88) ( 1. 30) ( 1. 31)

Lner × lnopen
- 0. 060 6 ***

( －4. 67)
- 0. 059 2 ***

( －3. 83)

Lner × lnmscal
- 0. 005 4
( －0. 18)

Pilot
0. 149 3 *** 0. 148 9 *** 0. 148 1 *** 0. 143 2 *** 0. 142 8 ***

(4. 65) (4. 65) (4. 65) (4. 47) (4. 42)

Policy
0. 060 0 *** 0. 058 3 *** 0. 059 6 *** 0. 060 0 *** 0. 059 0 ***

(6. 03) (5. 27) (5. 35) (7. 47) (7. 26)

注：圆括号内是 z 统计值；＊＊＊、＊＊、*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 

假设。

3.3  稳健性检验

结合谢荣辉［26］和潘勤华等［27］的研究，本文

选取排污费作为环境规制的替代变量，具体的公

式为：单位海洋产值排污费收入 =（排污费收入金

额 * 海洋产业占比）/ 地区海洋生产总值，用 es 表

示这一变量符号。本文继续采用 FGLS 进行面板

回归估计，以此有效规避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异方

差和自相关的影响。从稳健性检验结果看，主要

核心解释变量的符号以及显著性基本上保持不变，

则可认为上述实证是稳健可靠的。

表 6 稳健性检验

Lngtp
直接影响

Lngtp
间接影响

系数 Z 值 系数 Z 值

Cons - 2. 164 7 *** - 3. 76 Cons - 0. 416 6 *** - 7. 18

Lnes - 1. 751 6 *** - 3. 87

(Lnes) 2 - 0. 492 6 *** - 3. 93 Lnes - 0. 079 1 *** - 5. 29

(Lnes) 3 - 0. 045 6 *** - 4. 01

Lnhuman 0. 065 8 *** 6. 41 Lnes × lnhuman - 0. 019 2 - 1. 63

Lnstruct 0. 153 6 *** 3. 38 Lnes × lnstruct - 0. 188 8 *** - 3. 35

Lnsciedu 0. 007 7 0. 26 Lnes × lnsciedu 0. 048 4 * 1. 86

Lnopen - 0. 114 3 *** - 6. 54 Lnes × lnopen 0. 011 2 0. 81

Lnmscal - 0. 098 6 ** - 2. 02 Lnes × lnmscal - 0. 164 2 *** - 6. 77

Pilot 0. 271 0 *** 3. 97 Pilot 0. 070 8 ** 2. 23

Policy 0. 014 3 ** 1. 98 Policy 0. 036 8 *** 2. 81

注：圆括号内是 z 统计值；＊＊＊、＊＊、*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 

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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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我国海洋经济为视角，采用混合 EBM

模型和全局 GML 指数分解相结合方法测算海洋经

济绿色技术进步，在此基础上通过可行广义最小

二乘估计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绿色技术

进步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

（1）环境规制与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呈现

出“倒 N 型”的非线性关系。（2）环境规制对海

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存在多种间接影响路径，其

中，环境规制加强了产业结构对海洋经济绿色技

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抑制了人力资本、科

教投入对其的促进作用；除此之外，环境规制还

抑制了沿海地区进出口及陆域工业规模对海洋经

济绿色技术进步的负向影响。

上述实证结论为我国海洋经济绿色可持续发

展提供了些许启示：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绿色技

术进步的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二者之间存

在“倒 N 型”的非线性关系，也就是说，环境规

制对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存在“度”的

限制，对于过低的环境规制应当加以适当强化，

以刺激涉海企业突破绿色清洁技术的“阈值”，但

是也不能盲目过分提高规制水平。相关机构应当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不断调整，使规制强度既严格

又适度，对于不严格遵守环保法规、消极环保态

度的涉海企业加重处罚，而对于进行清洁绿色技

术研发的企业，给予一定补助，使得在海洋环境

问题先行的涉海企业获得成本和资金等优势，吸

引涉海类企业能够自觉积极进行环境管理战略，

提高海洋绿色技术进步。除此之外，还应因地制

宜，建立“精准化”“差异化”的海洋环境规制政

策，实行弹性环境规制强度。目前，我国海洋环

境污染仍处于存量和范围较大的阶段，各项市场

机制与配套的环保制度等并不完善，海洋环境规

制政策的制定应当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宜，同时

需要充分考虑沿海地区各自的禀赋条件和资本基

础等，细化规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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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对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刘  安，高  光

西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陕西西安，710129

摘  要：积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对提升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具有重要影响，然而在“逆全球化”潮流和“保

护主义”抬头时期，鲜有研究考察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能否促进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基于开放式创新理论，

本研究以 2011—2020 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的经验证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对

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影响关系。研究发现，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对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各种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调节效应分析表明，吸收能力强化了企业融入

全球创新网络对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而供应链集中度削弱了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对关键核心技

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更有利于关键核心技

术创新；相较于高创新资源城市的企业，位于低创新资源城市的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对关键核心技术创新

的作用效应更大。本研究肯定了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对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在理论层面拓展了

微观层面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前因研究，在实践层面为政府有效支持和引导企业“走出去”进而推动关键核

心技术创新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全球创新网络；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开放式创新；吸收能力；供应链集中度

一直以来，西方国家持续对我国进行“科技

制裁”与“科技封锁”，严重制约了我国高技术制

造业的发展，唯有不断进行关键核心技术创新，

才能突破“卡脖子”困境。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具

有重要意义，从企业创新发展来看，有利于企业

技术转型升级和产品迭代更新 [1] 以获得更大的市

场经济效益；从产业体系建设来看，有助于围绕

重点产业链进行“补强”“补缺”从而保证产业体

系自主可控与安全可靠；从国家战略属性来看，

可以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真正掌握竞

争和发展的主动权，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在国际科技竞争日趋激烈

的复杂环境下，尽管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关键核

心技术创新的关键，但实践证明“自我封闭式”

的创新模式必然是不可取的 [2]。因此，进一步探索

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利用全球资源要素与市场空

间形成自主创新与开放式创新有机互动的新格局，

已成为当下企业技术突破的重要契机。本研究紧

密贴合这一现实问题，深入探讨企业融入全球创

新网络对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影响。

如何实现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已成为亟待破解

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课题，受到学术界的广泛

关注。目前，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探究影响企业

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具体来看，胡旭

博和原长弘 [3] 认为，企业自主创新是实现关键核

心技术创新的必由之路，并指出微观层面以技术

研发投入与技术领军人才为代表的要素资源是企

业开展关键核心创新活动的重要保障，宏观层面

以新型举国体制以及“揭榜挂帅”制度为代表的

政策制度支持体系是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重

要激励。张羽飞等 [4] 认为，外部市场机制是企业

实现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基础因素，完善的营商

环境以及健全的科技基础设施可以激励企业提高

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以及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效

率。此外，另一部分学者认为自主研发与引进学

习对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同等重要，并且研究表明

企业融入国内创新网络对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具有

积极影响 [5]。然而，较之国内创新网络，全球创新

网络具有弱关系属性，更有利于企业获取异质性

资源与知识 [2]，尚未有研究深入分析企业融入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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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网络对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与此

同时，国家战略层面也高度重视，中央政府强调

要坚持在科技领域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企

业应积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尽管既往文献

有探讨过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

的关系 [6]，但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不同于一般性技

术创新，加之经济全球化遭遇强势逆流，甚至部

分国家加大了对中国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阻击”

力度，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能否促进关键核心

技术创新却没有确切研究。区别于一般性技术，

关键核心技术具有高壁垒性、垄断性以及难以替

代性等特征，底层知识具有复杂性 [3]，需要更多异

质性资源与知识要素。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后企业

的吸收能力决定了其对知识的搜索、整合以及创

新水平，企业的供应链结构决定了其在供应链网

络中异质性资源的获取能力。据此，本研究进一

步引入吸收能力与供应链集中度，探究其对企业

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与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关系之间

的调节效应，以深入分析其中的内在影响机制。

针对上述研究现状与不足，本研究基于开放

式创新理论，以 2011—2020 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企

业的经验数据，探究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能否

有效促进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分析吸收能力与供

应链集中度对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与关键核心

技术创新关系之间的调节效应，以深刻揭示其中

的作用机制。上述影响效应在不同的企业特征以

及差异化的创新环境下是否存在异质性？以上问

题的回答，积极回应了关于“脱钩断链”背景下

中国企业获取国际科技资源实现关键核心技术创

新的机制研究 [7]，为政府有效支持和引导企业融入

全球创新网络开展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活动提供理

论逻辑与管理启示。

1 研究设计

1.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1 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与关键核心技术 

 创新

Chesbrough 早在 2003 年就提出了开放式创新

的概念，认为企业应当打破封闭的思维模式，充

分利用企业内外部创新资源与知识要素促进技术

创新 [8]。随着技术复杂度不断提升，产品迭代速度

逐渐加快，单一组织进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需要

承担巨额的研发投入与较高的研发风险，甚至难

以独立完成相应的创新活动，因此从“封闭式创

新”向“开放式创新”的转变是企业开展关键核

心技术创新活动的必然选择。

考虑到关键核心技术研发的特征属性 [3]，关键

核心技术创新不仅需要企业具备较强的研发实力，

还需要具备综合的对外开放能力。而积极融入全

球创新网络是企业践行开放式创新理念的重要途

径，在获取创新资源、拓展信息渠道以及提升组

织学习能力等方面为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带来

了新机遇。在获取创新资源方面，积极融入全球

创新网络可以帮助企业获取本国缺乏的异质性资

源 [2]。关键核心技术是由居于行业内技术领先地位

的优势主体有意规划和构建的技术壁垒 [9]，例如

芯片、传感器、光刻机等产品附属的关键核心技

术均受限于西方国家，同时西方国家还建立了深

厚的技术鸿沟。企业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过程中，

主动与没有制裁我国技术发展的海外国家进行创

新合作，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科技项目、对外开设

研发机构以及搭建技术战略联盟等形式获取东道

国市场的创新资源、吸收东道国企业的先进知识
[10]，从而促进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在拓展信

息渠道方面，相比于国内创新网络，融入全球创

新网络后企业可以借助全球研发网络在更广阔的

地理范围内搜寻创新知识。我国部分关键核心技

术对于东道国来看可能不属于关键技术或者核心

技术，通过与东道国开展技术研发活动可以有效

促进知识交流互动，借助全球创新网络的优势降

低关键核心技术研发过程中的知识搜索成本、创

新试错成本，从而缓解海外研发活动的不确定性。

在提升组织学习能力方面，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

络可以通过与东道国进行合作学习，创造出关键

核心技术创新所需要的新知识。研究表明，关键

核心技术创新的本质属于核心知识创新 [11]，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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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东道国企业的研发平台、吸引东道国市场的

专业人才，更有利于企业关键核心知识创新。基

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 1：

H1：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对关键核心技术

创新具有积极影响。

1.1.2 吸收能力的调节效应分析

基于知识基础观，认为知识创新是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的基础 [11]，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开展

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活动时，需要企业具备较高水

平的知识吸收能力。吸收能力水平也直接反映了

企业对知识获取、吸收、转化和利用的综合能力
[12]，因此，本研究认为具有较高的吸收能力有助

于企业从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中充分吸收先进的知

识和技术，从而助力实现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

一方面，拥有较高吸收能力的企业，在融入全球

创新网络中对知识搜索具有较强的敏感性 [13]，能

够迅速识别其中有价值的知识，同时对获取的知

识进行有效甄别和筛选，并整合内化为企业所需

要的知识要素，进而丰富企业自身的知识库；另

一方面，吸收能力较高的企业在融入全球创新网

络中能够对知识进行高效转化与利用，善于将外

界异质性知识与内部知识进行有效融合，促进了

企业知识重组与迭代更新，拓展了企业关键核心

技术创新边界。此外，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的企业

与东道国在知识水平、制度环境甚至创新文化等

方面存在一定差异，拥有较强吸收能力的企业更

容易快速适应东道国环境 [14]，从而有利于开展关

键核心技术创新活动。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

出假设 2：

H2：吸收能力强化了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对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

1.1.3 供应链集中度的调节效应分析

供应链集中度反映了企业上下游链条中合作

伙伴的复杂动态网络结构，主要包括上游的供应

商集中度和下游的客户集中度 [15]。而企业关键核

心技术大多受限于行业技术领先企业的制约，更

多受到主要供应商核心资源以及关键知识的限制，

当企业供应链集中度过高可能会产生如下负面影

响：第一，企业过度依赖前五大供应商，可能会

形成路径依赖，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过程中企业可

能面临主要供应商原材料提价 [16]、断供甚至产生

排挤效应等影响，增加了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的研

发成本与研发风险。第二，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具

有高投入、高风险等特性，供应商可能会顾及自

身利益，从而限制企业进行高风险技术研发项目

的投资 [16]。同时，一旦企业供应商发生变更，重

新筛选备选供应商将会给企业带来更多的转换成

本。第三，国内企业所涉及的关键核心技术，其

技术主导权往往大多掌握在海外国家的企业主体

手中，因此国内部分企业的供应商可能来自海外

市场。如果企业供应链集中度过高，更容易受到

海外国家的“卡脖子”制约，例如原材料断供、

技术断供 [17]，或者通过技术标准进行施压，直接

影响到国内企业进行技术突破。基于以上分析，

本研究提出假设 3：

H3：供应链集中度削弱了企业融入全球创新

网络对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

1.2  数据与变量

1.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 2011—2020 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

A 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研究样本。样本数据来源

为：（1）有关上市公司基本信息、财务指标以及

公司治理的相关数据来自 CSMAR 数据库。（2）上

市公司专利信息来自 PatSnap 专利数据库。对初始

样本进行了如下处理：①剔除 ST 类公司样本；②

剔除财务数据缺失较多的企业样本；③剔除关键

指标缺失的专利数据；④为了减轻极端值的影响，

对连续型变量进行了 1% 的缩尾处理。

1.2.2 主要变量选取与测量

（1）被解释变量

关键核心技术创新（KCT）。本研究参考聂力

兵等 [18] 所使用的指标体系法，从技术基础性、体

系性、竞争性三个维度构建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

指标体系，通过熵权法计算核心指标的权重，再

使用合成指数法得出各项专利的综合得分，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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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关键核心技术专利的筛选依据，测量指标见

表 1 所示。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标准化处理。本研究所用的关键核心

技术指标均为正向指标，其标准化处理公式为式

（1）所示。其中，Pi，j，t 为标准化处理后企业 i

指标 j 第 t 年的值，Xi，j，t 为标准化处理前企业 i

指标 j 第 t 年的值，max{Xj} 为样本中指标 j 的最大

值，min{Xj} 为样本中指标 j 的最小值。

 （1）

第二，计算企业 i 指标 j 第 t 年的权重，记为

ωi，j，t，其中 n 为企业个数，m 为年数。

 （2）

第三，计算指标 j 的信息熵 ej（0≤ej≤1）与变

异系数 dj：

dj=1-ej  （4）

第四，计算指标 j 的权重系数，记为 Wj，其

中 k 为指标个数。dj 越大对指标的影响越大，权重

亦越高。本研究使用高技术制造行业数据，进一

步细分涉及 8 小类制造行业，考虑到行业差异，因

此各个行业关键核心技术指标对应的权重应分别

计算。

 （5）

第五，根据指标权重计算出高技术制造企业

各个专利的综合得分，参考已有研究 [19] 将各个行

业专利得分排名前 25% 的专利作为关键核心技术

专利，再计算出本研究样本各个年度对应的关键

核心技术专利数量，并对所属企业关键核心技术

专利数量加 1 取自然对数，以此作为企业关键核心

技术创新的代理指标。

表 1 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测量方式

特征维度 测度指标 专利指标

核心技术
基础性

科学关联度
技术累积度

权利要求

非专利文献引用数量 引用专利数量
权利要求数量

核心技术
体系性

社会价值
合作范围

3 年内被引用次数 专利权人数量

核心技术
竞争性

同族专利
技术覆盖范围

同族成员数量
跨部 IPC 分类号数量

（2）解释变量

融入全球创新网络（IN）。现有研究主要通过

三种方式测度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2]：①以海外

营业收入占比衡量；②是否发生海外投资行为或

者是否在海外设立研发子公司进行衡量。③研发

国际化机构衡量，即公司在海外设立的研发子公

司数量加 1 取自然对数。本研究的基准模型采用以

海外营业收入占比来衡量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比例越大，表示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程度越深，

以另外两种测量方式作为稳健性检验。

（3）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研究成果，本研究主要包括以下

控制变量：高技术制造企业层面涉及企业年龄

（Age）、企业规模（Size）、国有企业虚拟变量

（Soe）、净资产收益率（Roe）、财务杠杆（Lev）、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企业绩效（TQ）；

行业层面涉及产业集中度（HHI）。此外，还加入

了年度（Year）和行业（Indu）虚拟变量，用于控

制年度、行业固定效应。

各 变 量 的 具 体 定 义 以 及 测 量 方 法 ， 见 表 2 

所示。

表 2 主要变量定义以及测量方法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测量方法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KCT 关键核心技术创新 关键核心技术专利数量加 1 取自然对数

IN 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海外营业收入／营业总收入

Age 企业年龄 企业成立时间年限取自然对数

Size 企业规模 企业总资产取自然对数

Soe 产权性质 国有企业取值为 1 , 其余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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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测量方法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Roe 净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净资产

Lev 财务杠杆 总负债／总资产

Top1 第一大股东持股 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率 (% )

TQ
HHI

托宾 Q 值  产业集中度 企业市场价值对其资产重置成本的比率 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

Year 年份 按不同年份设立的虚拟变量

Indu 行业 按不同行业设立的虚拟变量

续表

1.3  模型设计

为了验证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对关键核心

技术创新的影响，建立本研究的基本回归模型：

∗+εit  （6）

其中，i 表示企业，t 表示年度，KCTit 为企业

i 在第 t 年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对应的发明专利数量，

INit 为企业 i 在第 t 年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的海外营业

收入占比，β0 为常数，β1 为系数，Controls 为控

制变量，Year、Indu 分别表示年度、行业层面的固

定效应，εi;t 为误差项。

本研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相比于

其他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具有明显的优势：通过

控制样本企业在时间变化、行业特征差异等因素

的影响，保证了回归结果的准确性。此外，为避

免异方差和观测值组内自相关等问题对回归结果

造成影响，在估计系数标准误时采用聚类稳健标

准误的方法进行修正。

2 实证分析

2.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首先进行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以

及相关性分析。描述性统计发现，高技术制造企

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整体水平偏低，企业融入

全球创新网络程度较低，且差异较大，其余变量

的统计信息与以往研究相近。相关性分析表明，

在不考虑其他变量影响的情况下，企业融入全球

创新网络有利于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此外，为了

避免各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还进行了

方差膨胀因子检验，各变量的 VIF 值均低于 2，说

明主要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共线性问题。

2.2  基准回归

基准回归结果见表 3 所示。表 3 第（1）~（2）

列表示在单变量检验以及加入控制变量后，高技

术制造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对关键核心技术创

新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4387 与 0.2513，且在 1% 的

水平上显著为正，意味着高技术制造企业融入全

球创新网络对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具有正向促进作

用。表 3 第（3）列在加入全部控制变量、年份与

行业固定效应后，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的回归系数

为 0.2436，仍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上述结果

表明，高技术制造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对关键

核心技术创新具有正向积极影响，该检验结果与

本研究前述的理论分析相符，假设 1 得到支持。正

如理论分析，在实践中高技术制造企业积极融入

全球创新网络中，获取了大量技术研发所需要的

异质性知识和资源，企业通过构建了新的研发网

络、开发了新的研发模式以及提高了组织创新能

力，从而最终促进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

表 3 基准回归检验

变量
(1)

KCT
(2)

KCT
(3)

KCT

IN
0. 4387 * * * 0. 2513 * * * 0. 2436 * * *

(7 . 7396) (4. 8273) (4. 3691)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样本观测值 8890 8890 8890

调整 R2 0. 0066 0. 1901 0. 2043

F 值 59. 9020 232. 8010 163 . 3870

注：*、** 和 ***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后表同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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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内生性控制

2.3.1 样本偏差问题

Heckman 两阶段法。考虑到企业的特征属性

与战略差异，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这一决策并不是

随机的，而是考虑研发成本与技术创新收益的综

合决策。针对基准模型式（6）可能存在由样本

选择偏差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构建了

Heckman 两阶段模型。首先，生成企业是否融入

全球创新网络的虚拟变量，并将其设置为被解释

变量；其次，在第一阶段模型中加入控制变量、

时间虚拟变量、行业虚拟变量，并使用 Probit 模

型估计全样本中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的决策概

率，同时计算出逆米尔斯比率（(IMR , lnverse Mill 

Ratio）；最后，在第二阶段回归模型加入逆米尔斯

比率（IMR），回归结果见表 4 第（1）列所示。表

明在控制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后，企业融入全球创

新网络后仍显著促进了关键核心技术创新。

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为了保证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对

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进一步采用倾向

得分匹配法进行验证。以各项控制变量衡量的企

业特征为基准，利用 logit 模型计算各样本企业的

倾向得分，采用最邻近匹配法对样本进行 1∶1 匹

配。匹配后使用权重不为空的样本与满足共同支

撑假设的样本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4 第（2）~

（3）列所示，结果表明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对

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具有重要影响，研究假设1 依然 

成立。

2.3.2 反向因果问题

工具变量法。高技术制造企业关键核心技术

创新水平越高可能越有利于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

络中开展创新活动。考虑到回归方程式（6）可能

存在反向因果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首先

依据 Probit 模型所预测的决策概率作为企业融入

全球创新网络的工具变量（IV），进行两阶段最小

二乘（2SLS）估计。回归结果见表 4 第（4）列所

示，结果表明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假设 1 依然可以

得到证实。

滞后解释变量。对核心解释变量进行滞后一

期处理，以求尽可能减弱反向因果的干扰。表 4 第

（5）列报告了对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变量进行

滞后一期处理后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企业融入

全球创新网络对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仍具有显著的

正向促进作用。

2.3.3 遗漏变量问题

考虑到回归模型中可能忽略了其他影响因素，

基于此本研究进一步控制了地区层面的固定效应，

以控制不可观测的区域因素，结果显示融入全球

创新网络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此外，研究还

添加了企业成长性、企业创新开放度、政府补贴

等控制变量，结果显示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的回归

系数依然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因此，基本结

论依然成立。

2.4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回归结果的可靠性与稳健性，

研究从多个角度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第一，替换

解释变量。①依据企业是否发生海外投资行为或

者是否在海外设立研发子公司，构建企业融入全

球创新网络的 0-1 变量。②公司在海外设立的研发

子公司数量加 1 取自然对数。第二，替换被解释变

量。①参考已有研究 [20]，采用所属关键核心技术

专利的 3 年被引次数加 1 取自然对数。②构建关键

核心技术创新的 0-1 变量。第三，采用聚类稳健标

准误进行回归，分别对检验的标准误差在时间层

面以及企业个体层面进行了聚类分析。以上检验

结果均表明，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能够显著促

进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与前文的研究结果相符。

2.5  调节效应分析

为了验证调节变量对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与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关系之间的调节效应，本研

究建立了调节效应模型（7），其中，moderatorit 表

示调节变量，INit×moderatorit 表示调节变量与自

变量的交互项。

KCTi,t=β0+β1INi,t+β2moderatori,t+β3INi,t×

moderatori,t+ΣControls+ΣYear+ΣIndu+εi,t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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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能力（AC）与供应链集中度（SC）的测量方

式如下：吸收能力（AC）。本研究以研发支出与

企业营业收入的比值衡量企业吸收能力；供应链

集中度（SC）。参考已有研究 [21]，供应商集中度采

用高技术制造企业向前 5 名重大供应商采购额占年

采购总额的比例衡量，客户集中度采用向前 5 名重

大客户销售额占年销售总额的比例衡量，依据向

前 5 名供应商、客户采购销售比例之和的均值衡量

企业整体供应链集中度。

表 4 内生性分析的估计结果

变量

(1) (2)                       (3) (4) (5)

Heckman 两阶段法 倾向得分匹配法 工具变量法 (IV) 滞后效应

KCT KCT KCT KCT KCT

IN
0. 2285 * * * 0. 2225 * * * 0. 2422 * * * 1 . 4661 * * *

(4. 0659) (3 . 2015) (4. 3468) ( 10. 8975)

IMR 2. 5693 * * *(8 . 7338)

L. IN 0. 2503 * * *(4. 011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观测值 8890 5815 8877 8890 7481

调整 R2 0. 2136 0. 1377 0. 2018 0. 1505 0. 2138

F 值 162. 6760 66. 3017 161 . 3133 244. 1627 151 . 1328

表 5 第（1）列表明，吸收能力与企业融入全

球创新网络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吸收能

力对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与关键核心技术创新

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同时，根据回归结果呈

现了吸收能力的调节效应图，如图 1 所示。具体而

言，企业吸收能力越高，不仅有利于融入全球创

新网络中的企业进行知识获取、整合、利用与再

配置，还有利于企业在动态环境里通过机会识别

创造新知识，进而促进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因此，

H2 得到支持。表 5 第（2）列表明，供应链集中度

与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供应链集中度对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与关

键核心技术创新关系具有负向调节效应。同时，

根据回归结果呈现了供应链集中度的调节效应图，

如图 2 所示。由于关键核心技术受限于行业内技术

领先的优势主体的深度影响，且大部分关键核心

技术的主导权位于海外国家企业主体手中，导致

重要资源、核心知识获取受到限制，较高供应链

集中度会对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中的企业关键核心

技术创新产生一定抑制作用。因此，H3 得到支持。

表 5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1) 吸收能力 KCT (2) 供应链集中度 KCT

IN 0. 2910 * * * 0. 3600 * * *

AC
(5 . 2628)

2. 4875 * * *
(6. 1765)

IN  * AC
(8 . 2210)

5 . 5055 * * *

- 0. 0056 * * *
( - 6. 7293)

SC
IN  * SC

(3 . 8163)
- 0. 0204 * * *

( - 6. 622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观测值 8890 8890

调整 R2 0. 2200 0. 2123

F 值 141 . 9451 146. 9167

图 1 吸收能力的调节效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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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供应链集中度的调节效应图

2.6  异质性分析

2.6.1 企业自身特征的异质性

表 6 第（1）~（2）列汇报了区分高技术制造

企业所有制的检验结果。结果显示，企业融入全

球创新网络对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正向作用仅在

非国有企业的样本下显著为正，在国有企业的样

本下不显著。从直观逻辑来看，国有企业拥有较

好的政策支持以及优越的融资环境，有利于通过

海外投资或者在海外建立研发子公司实现关键核

心技术创新。而检验结果不同于预期，原因主要

在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具有不同的战略使命。

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作为关键核心技术

创新的核心力量，往往肩负着社会经济发展使命

与国家科技战略支撑使命。然而，西方国家为了

打压中国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势头，不断对我国

高技术制造业领域实施“技术制裁”“技术断供”，

从而抑制了中国技术创新发展。因此，由于国有

企业的“政治身份”以及“战略使命”，导致企业

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中令东道国的态度趋于过度

谨慎状况，甚至可能会受到东道国政府和企业的

“敌视”甚至“排挤”，不利于企业开展创新合作

活动，从而阻碍了关键核心技术创新。

2.6.2 外部创新环境的异质性

根据城市创新资源的丰富程度进行分组回归，

探究差异化创新环境对基准结论的影响。国家创

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划分了 78 个创新型城市，试点

范围内的城市在创新资源及政策支持等方面具有

明显的优势。将上述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归类为

高创新资源城市，其他城市归类为低创新资源城

市，表 6 第（3）~（4）列汇报了相应的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低创新资源组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对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显著为正，而高

创新资源组不显著。究其原因，高创新资源城市

创新资源丰富，创新网络发达，集聚的创新资源

以及长期的组织惯性弱化了高技术制造企业融入

全球创新网络对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

因此，位于资源相对匮乏区域的高技术制造企业

可以考虑主动加入全球创新网络，助力企业技术

创新发展。

表 6 异质性分析检验结果

变量 (1) 国有企业 KCT (2) 非国有企业 KCT (3) 高创新资源城市 KCT (4) 低创新资源城市 KCT

IN
0. 0568 0. 3129 * * * 0. 0072 0. 7774 * * *

(0. 3700) (5 . 3150) (0. 1071) (7 . 924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观测值 2223 6667 6285 2605

调整 R2 0. 2596 0. 1635 0. 2092 0. 2451

F 值 78. 3691 86. 2099 115 . 3544 63 . 3411

3 主要研究结论及管理启示

3.1  主要结论

基于开放式创新理论，本研究以 2011—2020

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实证检验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对关键核心技术

创新的影响关系、内在调节效应以及异质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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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结论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1）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对关键核心技术

创新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研究发现，企业融

入全球创新网络有助于企业获取国外异质性创新

资源、拓展信息渠道以及提升组织学习能力，进

而实现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本研究有效支撑了企

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以促进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这

一观点，拓展了微观层面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前

因研究，拓宽了开放式创新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

适用范围。

（2）调节效应分析表明，企业吸收能力越高

越可以快速适应和融入国外创新环境，提高知识

搜索、整合、利用以及转化效率，进而助力企业

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中实现关键核心技术创新。

企业供应链集中度越高越容易形成路径依赖，导

致企业存在供应商转换成本过高以及面临海外核

心企业“卡脖子”等问题，不利于企业融入全球

创新网络促进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上述发现拓展

了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与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相关研

究的影响因素，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有益的

补充。

（3）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对关键核心技术

创新的影响效应在企业特征与环境特征方面存在

异质性差异。考虑企业自身特征差异的影响，企

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对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正向

作用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更显著。考虑外部创新

环境差异的影响，位于低创新资源城市的企业融

入全球创新网络对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

更大。上述发现为政府与企业科学精准施策以促

进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提供了理论依据。

3.2  管理启示

本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管理启示和实践意义，

主要如下：

一方面，政府应积极鼓励和引导企业融入全

球创新网络。新发展阶段，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不

仅拥有巨大的创新机遇，也会面对严峻挑战。在

此情境下，国家应当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扩

大对外开放的发展战略，积极为推动全球建设发

展与治理改革提供中国智慧，从而为中国企业

“走出去”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2]。同时，针对性

地制定政策来激励国 有企业以及位于低创新资

源城市的企业更好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进而促

进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具体措施包括：第一，制

定优惠政策，加大对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活动

的财税以及金融支持力度；第二，完善法律法规，

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和合法权益，降低企业在国

际合作中的风险；第三，建立国际合作机制和搭

建创新交流平台，鼓励企业设立海外研发中心、

建立国际销售网络，促进企业与国际组织、其他

国家政府或地区协同攻关核心的共性技术以及前

沿技术。

另一方面，企业应积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

络，并不断提升自身吸收能力以及适当降低供应

链集中度。企业应该避免“闭门造车”式的自主

创新，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可以充分利用全球

资源要素与市场空间机会，通过国际合作研发从

而弥补企业技术短板以实现技术赶超。关键核心

技术创新的核心在于重要资源获取与底层知识创

新，而全球创新网络中各个创新主体在知识吸收

与资源获取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企业吸收能力越

强，越有能力进行知识搜索、整合与创新，因此

企业需要持续加大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研发投入，

引进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能力的高端人才，从而

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吸收能力。此外，企业应当优

化和调整企业供应链结构，不断完善供应链风险

管理机制，特别要加强对供应链中关键环节和关

键供应商的监控和管理。同时，数字经济时代企

业需要注重推动供应链数字化转型以提高供应链

的响应速度和灵活性，从而助力企业在融入全球

创新网络过程中获取更多异质性优质资源。

3.3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分析并验证了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对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影响关系，仍存在一定的

局限性。第一，关键核心技术有关研究正处于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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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阶段，研究所采用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测量方

法仅从发明专利视角出发，保证了数据的客观性，

存在测量指标缺乏针对性的问题，未来可以从多

方面测量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对关键核心技术

创新的影响。第二，本研究从整体上探究了融入

全球创新型网络对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研究，

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同时未来研究应当进一步

关注其中的内在影响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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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城市建设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研究

梁红玉，姜  峰

山东财经大学，山东济南，250014

摘  要：创新型城市建设是有效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制度设计，而其实施成效如

何亟待验证。基于我国 261 个城市数据，以创新型城市试点设立为准自然实验，本文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

证检验创新型城市建设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1）创新型城市建设显著提升经济

增长质量，其对城市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具有促进作用而对规模效率具有抑制作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均验

证了上述结论；（2）创新型城市建设主要通过投资结构改善和创新激励效应推动技术进步，并通过资源优化

配置和产业结构升级作用于技术效率，而行业竞争效应和企业间的进入替代效应是影响规模效率的主要路径；

（3）知识产权保护和制度环境改善能够强化创新型城市建设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作用，且该作用在东部地

区和行政等级较低城市更强。本研究对我国创新型城市试点的进一步推广，加快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具有重

要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创新型城市；经济增长质量；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

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近 40 年的经济飞

速增长，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仍存在诸多问题，制约着经济增长

质量提升［1］。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

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由此

可见，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这一历史背景

下，如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尤为重要。创新是

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

战略支撑。2022 年 10 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

出：“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

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2021 年 3 月，《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也指出：“深入实施科教兴

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展

望 2035 年，我国将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实施不仅意味着经济发展逐渐由要素、

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2］，而且意味着创新的

根本目的在于提高生产效率，实现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我国积极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

科技强国战略实施，创新型城市就是其中重要的

政策载体［3］，而设立创新型城市试点又是加快创

新型城市建设、构建创新型城市网络的战略基点，

依靠知识、人力和创新资本集聚，通过技术创新

的空间溢出效应，创新型城市试点能够有效推动

区域自主创新发展［4－5］。2008 年深圳市被设立为

全国第一个创新型试点城市，由此拉开了国家规

划和布局创新型城市的序幕。经过 2008—2013 年、

2018 年和 2022 年多批次的试点设立，截至 2022 年

全国已有 103 个创新型试点城市，遍布 30 个省、

自治区和直辖市，形成了遍地开花、梯次分明、

各具特色的创新型城市发展格局。创新型城市建

设历程如图 1 所示，可以看到，创新型城市建设是

一种“城市试点—中央总结—城市推广”的渐进

式改革过程，逐渐呈现出由特殊化向一般化转换

的趋势。

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初衷是发挥城市在推进自

主创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核心带动作

用。以深圳市为例，2008—2021 年间深圳市 R&D

经费支出年均增长 15.43%，专利授权量年均增长

23.06%，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年均增长 16.04% ①。

由此可见，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我国创新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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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已在创新要素集聚、创新成果涌现和新兴产

业发展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那么，在此基础上，

创新型城市建设是否有效提升了经济增长质量 ? 这

一问题探究对于我国创新型城市建设成效的综合

评估，创新型城市发展路径优化以及加快进入创

新型国家前列具有重要的意义。

图 1 创新型城市试点历程

大量学者对创新型城市建设展开了讨论，部

分学者对创新型城市的综合发展情况进行了评

价，Fang 等［6］基于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人居

环境和制度建设四个方面评价了我国创新型城市

的发展状况，结果表明我国创新型城市创新水平

整体较低，且空间差异显著。Wang 等［1］测度了

我国 75 个创新型城市的协同创新效率，发现整体

呈上升趋势。学者们对创新型城市建设效果也进

行了评估，主要集中在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和对

外开放等方面。在创新发展方面，相关研究表明

创新型城市试点有效推动了城市创新，政策效果

具有空间溢出效应［7－8］，微观表现上，创新型城

市试点有利于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提升［2，5］。在

绿色发展方面，创新型城市通过技术创新、产业

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等途径提高了碳排放绩

效［9］，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绿色转型［10］。在对外开

放方面，创新型城市政策对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

具有积极作用［11］，而且促进了本土企业生产效率 

提高［12］。

通过文献梳理后发现，创新型城市建设对经

济社会发展已产生广泛的影响，然而鲜有学者探

究创新型城市建设对经济增长质量及其构成要素

的异质性影响，进一步分析内在作用机制的研究

也亟待补充。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表现为从“数

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从“要素驱动”转向

“创新驱动”等［13］，那么，以自主创新为主线的

创新型城市建设是否有效驱动了经济增长质量提

升，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 ? 其影响机制是什么 ?

本文重点关注创新型城市建设与经济增长质

量的关系，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中国式经验

证据，具体采用城市数据，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

经济增长质量，以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

实验，通过双重差分方法识别创新型城市建设对

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进一步依据 Kumbhakar 和

Lovell［14］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技术

效率和规模效率从而深入探究该影响的内在机制

和路径差异。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通过识别创新型城市建设对经济增长质量

的影响效应，有助于深化对创新驱动理论的理解，

丰富中国公共政策评估的相关研究，同时为中国

情境下“创新驱动发展”和如何实现经济高质量

发展提供新的经验证据；第二，创新型城市建设

效果存在异质性，通过对不同区域和行政等级的

城市政策效果进行研究，能够为创新型城市建设

的经验总结和试点推广提供借鉴参考；第三，依

据构成要素分解的角度，深入分析创新型城市建

设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机制和作用路径，在

肯定政策效果的同时提出创新型城市发展的改进

方向，对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具有重要的

政策启示。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假设

国家分批次设立创新型城市试点调整优化城

市发展导向，从宏观层面来看影响城市战略规划

和产业政策等，从微观层面来看影响企业发展方

向、研发投入和要素组合等进而影响企业生产效

率，综合来看创新型城市建设会对经济增长质量

产生显著影响。本文主要探究创新型城市建设通

过全要素生产率的三个构成要素（技术进步、技

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从而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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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机制。其中，技术进步是指在固定要素投入的

前提下，由于更为先进生产技术的应用而使生产

函数不断优化，生产前沿面不断外延也即产出不

断增加的过程。技术效率指在要素投入和技术水

平一定的情况下，通过对生产资源进行更加有效

的分配和使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进而增加总产

出的过程［15］。规模效率则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不变

的情况下，由于整体生产规模扩张，产品固定成

本得以分摊，生产的边际收益增加，产出增加的

比例大于要素投入增加的比例［16］。具体影响机制

如图 2 所示。

图 2 创新型城市建设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

创新型城市建设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主线，

通过优化城市投资结构、加大政府支持力度以及

市场主体创新积极性提高，进而有助于城市技术

进步。首先，由于城市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一直

以来房地产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据较大比重，

其对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显著［17］。创新型城市试

点后，政府更加注重创新要素投入，从而逐渐调

整房地产投资和研发投资的比例，引导城市生产

资源不断向科技创新领域倾斜，推动研发基地、

科技园区等平台建设，有助于创新氛围营造和创

新产出增加。其次，获批创新型城市试点后，地

方政府会在规划制定、目标设置和招商引资等方

面对创新予以重视，在财政补贴和税收政策等方

面对创新予以优惠，相关研究也表明政府补贴和

税收支持有利于技术进步［18］。最后，受到政策激

励和市场竞争压力，市场主体会将更多要素资源

投入研发创新活动，一方面为迎合政府政策实施，

企业在从事研发活动时会考虑短平快式的策略性

创新［19］，另一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着重对实质

性创新进行考核，如 2010 年科技部颁布的《关于

进一步推进创新型城市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和

2016 年科技部、发改委联合颁布的《建设创新型

城市工作指引》所构建的监测评价体系均对发明

专利有所考核，从而倒逼企业积极研发和申请技

术含量较高的发明专利。由上述理论分析，可得

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1：创新型城市建设主要通过投资结构改

善和创新激励效应正向作用于城市技术进步。

创新型城市建设不仅有利于创新产出增加，

而且有利于创新成果转移转化和应用，通过城

市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技术效率提

高。一方面，依据 2016 年《建设创新型城市工作

指引》，创新型城市在创新治理架构、创新创业环

境、创新要素集聚和新兴产业发展等方面均面临

考核要求，从而引导社会生产要素从劳动、资源

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再向技术密集型产

业转移，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与此同时，创新

型城市集聚大量创新资源，对于高素质人才具有

较大吸引力，人才多向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较高

的产业或部门集中，从而使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

另一方面，生产要素更多地从低生产率企业流向

高生产率企业是资源配置效率提高进而促进生产

效率的关键［20］，创新型企业普遍具有生产效率高

和竞争优势强等特点，创新型城市建设加强了对

创新型企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推动社会创新要素

流动和知识交流，使城市资源逐渐向高生产率企

业倾斜，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帕累托改

进。技术效率提升在于城市对生产资源进行更加

有效的分配和利用，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源优化配

置有利于城市生产要素在产业和企业层面的合理

分配使用，从而对技术效率产生积极影响。根据

上述分析，可提出研究假设如下：

假设 2：创新型城市建设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升

级和资源优化配置正向作用于城市技术效率。

创新型城市建设在追求创新发展的同时，加

速了城市行业和企业层面的竞争以及淘汰过程，



2025年  第1卷  第1期科研世界·34·

从而对城市规模效率产生负面影响。从行业层面

来看，创新型城市建设鼓励新兴产业发展进而加

快市场主体动态调整，推动行业竞争和行业格局

重构。创新型城市注重城市自主创新，会增加对

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的扶

持力度，长期的产业政策偏好加剧了市场行业竞

争程度。基于产业组织的 SCP（结构－行为－绩

效）范式理论，市场结构通过影响市场主体行为

措施进而对其生产效率产生影响［21］，市场行业竞

争程度提高阻碍了生产规模化和分工专业化带来

的规模经济，不利于规模效率提升。从企业层面

来看，创新型城市建设催生了一大批具有较强创

新力的高新技术企业，在“优胜劣汰”的市场动

态调整机制和“层层加码”的创新监测目标约束

下，高新技术企业生存概率远大于传统企业，从

而加速了市场中企业的进入替代进程。相对于创

新型企业的进入，更多数量的低效率企业在市场

竞争中被淘汰而退出市场，城市整体生产规模呈

缩小态势，不利于规模经济实现。综合以上理论

分析，得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3：创新型城市建设主要通过行业竞争

效应和企业的进入替代效应对规模效率产生负向 

影响。

1.2  模型构建

创新型城市建设的效果评估是本文研究重点，

且由于我国创新型城市试点采取分批推进模式，

因而本文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通过地区和时

间两个层面的差分比较进而准确评估创新型城市

建设的政策效应。鉴于部分统计数据缺失，研究

样本期设置为 2001—2015 年，将部分行政区划调

整、变更或数据缺失的地级市剔除后最终确定 261

个地级市为研究样本，其中设立创新型城市试点

的城市为实验组，其他城市为对照组。同时构建

如下双向固定效应的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检验：

（1）

式 中 ， i 和 t 分 别 表 示 第 i 个 城 市 和 第 t 年 ；

Quai,t 为经济增长质量；Didi,t 为解释变量，即创新

型城市试点设立的虚拟变量；Controli，t 为一系列

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固定

资产投资水平、对外开放度、人力资本水平和人

口密度，后文进行了详细阐述。γt 和 μi 分别为时

间和地区固定效应，εi,t 为随机扰动项。其中 β1

为关键估计系数，若 β1 为正则说明创新型城市建

设对经济增长质量具有积极影响，反之亦然。

1.3  变量选取和数据描述

1.3.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经济增长质量（Qua），学者

们常采用评价指标体系［22］①、地区全要素生产

率［23］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24］等指标衡量。党的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

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充分

肯定了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性，因此本文选取城市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经济

增长质量。

本文参考余泳泽等［17］，采用随机前沿分析

（SFA）通过超越对数形式的生产函数对全要素生

产率进行测算。测算需要投入和产出两类指标，

投入采用资本和劳动力表示，资本的计算涉及基

期资本存量、价格指数和折旧率三项指标，其中

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为尽可能准确，

本文选择最早有相关数据统计的 1991 年为基期，

并采用城市所在省份基期资本存量与城市当年固

定资产投资额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额比例的乘积

表示各城市基期资本存量。省级基期资本存量采

用张军等［25］中的数据，折旧率依据张军等［25］设

定为 9.6%。同时采用城市单位从业人员和私营个

体从业人员之和表示劳动力投入，采用实际国内

生产总值（GDP）表示产出。其中，固定资产投

资额和实际 GDP 分别以 1991 年为基期依据各省

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和 GDP 平减指数进行平

减处理后得到。根据相关文献［14］，本文进一步将

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TP）、技术效率

（TE）和规模效率（SE）三部分，以此识别创新

型城市建设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内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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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为创新型城市试点虚拟变量（Did），

设定规则是，某城市在设立创新型城市试点的年

份及之后各年份均为 1，在设立试点之前均为 0，

而样本期内未设立试点的城市始终为 0。数据来源

于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官方网站。在样本期

内 61 个城市设立了创新型城市试点，其中石河子、

昌吉非地级市，数据缺失较多，将其剔除后样本

内共 59 个实验组城市，其余 202 个城市为对照组。

1.3.3 控制变量

为控制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本

文还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是经济

增长“量”的度量，本文加入城市实际人均 GDP

的对数衡量经济发展水平（Eco），以 1991 年为

基期对人均 GDP 进行平减处理后得到［26］。固定

资产投资是反映经济活力的重要变量，为此采用

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表示固定资产投资水平

（Fix）。产业结构决定着不同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

本文采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表示产业

结构（Ind）［27］。同时加入人口密度（Den），采用

城市年末总人口与行政面积比值的对数衡量。此

外，本文还加入城市外商直接投资额（FDI）占

GDP 的比重和每万人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的对

数分别表示对外开放度（Open）和人力资本水

平（Hum），其中 FDI 依据各年中间汇率进行换算 

处理。

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国

泰安数据库（CSMAR），针对部分数据缺失的问

题，依据各城市统计年鉴和插值法进行补充，变

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Qua 经济增长质量 3793 - 1. 048 7 0. 408 4 - 3. 589 3 2. 008 8

Did 创新型城市建设 3793 0. 080 9 0. 272 8 0. 000 0 1. 000 0

Eco 经济发展水平 3793 9．882 0 0．907 8 7．290 5 13．102 9

Ind 产业结构 ( % ) 3793 0. 447 2 0. 133 0 0. 076 1 0. 844 0

Fix 固定资产投资水平 ( % ) 3793 0. 275 7 0. 356 0 - 0. 890 3 14. 729 5

Open 对外开放度 ( % ) 3793 0. 022 9 0. 030 7 0. 000 0 1. 012 4

Hum 人力资本水平 3793 4. 341 8 1. 160 3 0. 000 0 7. 147 9

Den 人口密度 3793 5. 840 8 0. 811 4 1. 740 4 7. 903 9

注：①该指标体系包含“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 个一级指标、15 个分项指标和 31 个基

础指标。

2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2.1  基准模型估计

本文通过逐步回归法估计创新型城市建设对

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回归结果如表 2 第（1）

和（2）列所示。可以发现，在不加入控制变量

时，创新型城市建设的估计系数为正且通过了 5%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加入控制变量后，创新型城

市建设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且系数大小并未

发生较大变化，说明创新型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

经济增长质量。通过对城市经济增长质量进行分

解，进一步分析了创新型城市建设对经济增长质

量各构成要素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见表 2 第（3）

至（5）列。可看到，创新型城市建设对规模效率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对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

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创新型城市建设主要通

过提高技术进步水平和技术效率进而提升经济增

长质量。

2.2  稳健性检验

2.2.1 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估计的前提是模型通过了平行趋势

检验，即在创新型城市试点设立之前实验组和对

照组的经济增长质量效应不具有显著差异。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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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试点年份，估计了样本期内创新型城市建设

对实验组和对照组影响差异的动态变化见图 3。可

看到，试点之前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经济增长质量

效应无显著差异，系数值围绕 0 值上下波动，说明

模型满足平行趋势检验的假设条件。试点设立后，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经济增长质量效应差异呈现波

动增加趋势，说明随着时间推移试点政策对经济

增长质量的提升作用不断增强。

图 3 平行趋势检验

2.2.2 安慰剂检验

本文通过安慰剂检验来验证创新型城市建设

的经济增长质量效应并非来源于其他随机因素。

思路是，依据各年的真实试点数量，于 2008 年及

之后各年份随机选取与当年实际拥有试点城市数

量相同的城市作为实验组，其余城市作为对照组

进行 1000 次模拟估计，最终结果见图 4。图中实

线为影响系数的核密度分布，下方圆圈为估计的 p

值，横虚线表示 10% 的显著性水平，竖虚线为基

准模型估计中的影响系数（0.057）。可看到，创新

型城市建设的系数分布在 0 附近且基本呈正态分

布，竖虚线几乎远离主要分布区间，且 p 值大部分

都大于 0.1，说明随机选择的实验组不具有显著的

经济增长质量效应，估计结果较为稳健。

图 4 安慰剂检验

2.2.3 PSM －DID 估计

本文采用倾向值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 －

DID）方法，选择与创新型试点城市特征尽可能相

似即倾向值得分相近的城市为对照组进行重新估

计。参考 Heckman 等［28］，采用模型（1）中的控

制变量作为匹配的协变量，使用卡尺内的近邻匹

配和有放回匹配，匹配时 Logit 模型因变量为城市

是否设立创新型城市试点，匹配结果通过了平衡

性检验，估计结果见表 2 第（6）列，可看到创新

型城市建设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

2.2.4 反事实检验

为排除预期效应对模型估计的干扰，本文通

过将试点设立时间提前 2 年对模型重新估计的方式

进行反事实检验，结果见表 2 的第（7）列。可看

到，在将政策实施时间提前两年的情况下，解释

变量的系数不显著，说明在试点之前预期效应对

经济增长质量无显著影响。

表 2 基准模型回归和稳健性检验

变量

基准模型估计 稳健性检验

Qua( 1) Qua( 2) SE( 3) TP( 4) TE( 5) Qua( 6) Qua( 7)

Did
0. 049 **
( 2. 16)

0. 057 **
( 1. 97)

- 0. 050 **
( －2. 41)

0. 056 ***
( 6. 58)

0. 036*
( 1. 95)

0. 047 **
( 1. 97)

L2. Did 0. 002

Eco
0. 161 *** 0. 089 ** 0. 149 *** 0. 051 ** 0. 161 ***

( 0. 97)
0. 2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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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基准模型估计 稳健性检验

Qua( 1) Qua( 2) SE( 3) TP( 4) TE( 5) Qua( 6) Qua( 7)

Ind
( 3. 30) ( 2. 08) ( 8. 99) ( 2. 52) ( 3. 30) ( 3. 69)

0. 598 *** 0. 245 ** 0. 022* 0. 275 *** 0. 598 *** 0. 619 ***

Fix

( 4. 08) ( 2. 32) ( 1. 83) ( 3. 83) ( 4. 08) ( 3. 23)

0. 004 ** 0. 015 0. 022 ** - 0. 009 0. 004 - 0. 009

( 2. 35) ( 1. 22) ( 2. 08) ( －0. 55) ( 0. 10) ( －0. 30)

Open
- 0. 629 **
( －2. 48)

0. 530
( 0. 86)

- 0. 527 ***
( －4. 18)

- 0. 751*
(  －1. 70)

0. 629 **
( 2. 48)

0. 909 **
( 2. 47)

Hum
0. 013 ***

( 3. 55)
- 0. 011

( －0. 52)
0. 008 **
( 2. 46)

0. 008 ***
( 2. 65)

- 0. 013
( －0. 55)

0. 035
( 1. 47)

Den
- 0. 014

( －0. 22)
- 0. 153*
(  －1. 90)

- 0. 008
( －0. 18)

0. 163 ***
( 3. 87)

- 0. 014
( －0. 22)

- 0. 110*
(  －1. 88)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0. 956 ***

( 9. 77)
0. 373 ***

( 3. 56)
- 0. 093 ***

( －4. 15)
0. 400*
( 1. 77)

- 0. 501 ***
( －3. 31)

0. 373 **
( 2. 16)

1. 436 **
( 2. 08)

N 3793 3793 3793 3793 3793 2689 3271

Adj_R2 0. 242 0. 253 0. 262 0. 917 0. 136 0. 253 0. 184

注：括号上方为影响系数，括号内为 t 值，＊＊＊，＊＊，* 分别表示估计结果在 1%，5% 和 10%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回归采用地级市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2.3  异质性分析

本文按照传统分析思路将全样本分为东部地

区和中西部地区进行估计，结果见表 3 第（1）和

（2）列。可以发现，创新型城市建设对东部地区

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中西部地

区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东部和中西部

地区在战略规划和创新要素集聚等方面具有较大

差异，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东部地区城市进

行战略规划时更侧重经济增长效率和质量而非局

限于增长速度，试点设立推动了创新要素集聚，

有助于资源合理配置以及高生产率产业发展；中

西部地区城市战略规划更倾向于推动经济增长，

在没有明显的创新要素集聚形成之前采取强制性

措施激励创新发展可能起到“拔苗助长”的效果，

不利于城市经济增长质量提升。

同时本文还将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

市作为行政等级较高城市样本，其余城市作为行

政等级较低城市样本进行分别估计，结果见表3 第

（3）和（4）列。可看到，创新型城市建设对行政

等级较高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在统计意义上

不显著，但对行政等级较低城市的影响显著为正，

可能的原因如下：行政等级较高城市自身的等级

优势、经济基础保证了其经济效率，由于边际效

应递减原理，试点设立对行政等级较高城市经济

增长质量的“锦上添花”效应微弱；而对行政等

级较低城市而言，试点设立伴随的政策优惠和积

极信号传递使其从中获益，新兴产业得到扶持和

发展，从而有效激励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和整体创

新发展，试点设立对行政等级较低城市的“雪中

送炭”效应明显。

2.4  进一步分析：调节效应

经济发展环境对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实施效果

具有重要影响，本文进一步分析知识产权保护和

制度环境改善在创新型城市建设影响经济增长质

量过程中的调节效应。本文采用各地区知识产权

局的专利执法情况表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Kno），

具体用 1 减去各地区专利侵权纠纷案件数量与当年

历史累计专利授权数量的比值衡量专利未被侵权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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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其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呈正比，同时采用市

场化指数衡量制度环境（Mar）［29］。以各年知识产

权保护和制度环境的均值为标准，本文分别构建

创新型城市建设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环境的交

乘项加入模型，结果见表 3。可以看到，交乘项对

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试点

设立后，知识产权保护和制度环境改善强化了创

新型城市建设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正向影响。

表 3 异质性和调节效应分析

变量

异质性分析 调节效应分析

东部地区

Qua( 1)
中西部地区

Qua( 2)
行政等级较高城市

Qua( 3)
行政等级较低城市

Qua( 4)
全样本

Qua( 5)
全样本

Qua( 6)

Did 0. 064 **

( 2. 07)
0. 010
( 0. 32)

- 0. 033
( －0. 83)

0. 054 **

( 2. 12)
0. 141 **

( 2. 33)
0. 003 **

( 2. 10)

Did × Kno 0. 186 ***

( 2. 74)

Kno 0. 004 **

( 2. 12)

Did × Mar 0. 089 **

( 2. 43)

Mar - 0. 002
( －0. 0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 0. 511 ***

( －3. 51)
1. 053 **

( 2. 03)
4. 129 ***

( 3. 84)
- 0. 203 ***

( －5. 22)
- 1. 149*

(  －1. 65)
0. 328 ***

( 3. 48)

N 1762 2031 513 3280 1965 3689

Adj_R2 0. 245 0. 270 0. 377 0. 252 0. 172 0. 254

3 影响机制分析

研究设计部分对创新型城市建设影响经济增

长质量的理论机制进行了分析，进一步地，将通

过对合适的机制变量进行实证分析来检验研究假

设，从而验证创新型城市建设通过技术进步、技

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三条作用路径影响经济增长质

量的主要机制。

创新型城市建设旨在推进自主创新，进而以

创新驱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为检验创新型城市建

设影响技术进步的作用机制，本文选取投资结构

和创新激励两类变量，其中创新激励又包括政府

战略支持和市场创新发展，具体设定如下：（1）

投资结构（Inv）。采用城市中除房地产以外的投资

额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衡量［14］。（2）政府

战略支持（Sup）。借鉴李政和杨思莹［30］的思路，

选取政府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中科技支出所占的比

重作为其代理变量。（3）市场创新发展。包括创

新数量（Num）和创新质量（Qua）两类指标，分

别用专利申请总数和发明专利申请数表示［15］，本

文采用了城市和上市公司两个层面的数据进行检

验。将城市数据与上市公司数据匹配后得到 27016

个数据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库和

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由表 4 的估计

结果可以看到，创新型城市建设不仅优化了城市

投资结构，而且增强了地方政府对创新的战略重

视程度，同时显著促进创新数量增加和创新质量

提升，从而验证了理论假设 1。

理论分析发现，创新型城市建设主要通过要

素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升级推动技术效率提高，

因而采用的变量设置如下：（1）资源配置效率

（Res）。指城市生产要素在各产出主体之间配置利

用所产生的效益，具体采用 Olley 和 Pakes［31］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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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计算各城市

各行业中企业生产率份额与要素份额之间的协方

差作为行业内资源配置效率，生产率采用 OP 方法

计算，进一步以城市各行业从业人员比例为权重

加总计算得到城市资源配置效率。（2）产业结构

升级。采用产业结构高级化（Adv）和产业结构

合理化（Rat）两个指标衡量，分别以产业结构层

次系数和产业结构泰尔指数表示［32］。其中产业结

构泰尔指数数值大小与合理化程度呈反比，数据

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估计结果见表 5，可

以看到，创新型城市建设对城市资源配置优化和

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推动作用，从而验证了理论假 

设 2。

表 4 创新型城市建设影响城市技术进步的机制分析

变量
地级市 上市公司

Inv( 1) Sup( 2) Num( 3) Qua( 4) Num( 5) Qua( 6)

Did
0. 033 ***

( 5. 69)
0. 012*
( 1. 76)

0. 425 ***
( 7. 04)

0. 654 ***
( 9. 20)

0. 214*
( 1. 69)

0. 077 ***
( 3. 7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企业效应 No No No No Yes Yes

_cons
0. 571 **
( 2. 14)

0. 025 **
( 3. 15)

0. 467 ***
( 18. 57)

0. 117 ***
( 5. 35)

0. 221 ***
( 31. 96)

- 1. 919 ***
( －7. 28)

N 3793 3793 3793 3793 27016 27016

Adj_R2 0. 190 0. 103 0. 787 0. 659 0. 059 0. 033

创新型城市建设更注重创新效率而可能忽视

生产规模，这可能是由行业竞争效应和企业的进

入替代效应导致的，为此本文选取机制变量如下：

（1）行业竞争程度。采用城市行业集中度（HHI）

衡量，用城市中各行业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占城市

工业企业销售总收入比重的平方和表示。城市中

各行业发展规模差距越大则行业集中度越高，行

业竞争程度越低。（2）企业的进入替代效应。采

用城市企业数量变动情况衡量，包括工业企业数

量（Ind）、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和科技型初创企

业（Gaze）及其中高新技术企业数量（High），分

别表示整体企业和创新型企业数量变动，数据来

源于中国瞪羚独角兽（瞪羚云）数据库。估计结

果见表 5，可以看到，创新型城市建设加剧了行业

竞争，虽然有利于创新型企业数量增加，但企业

整体规模减小，从而验证了理论假设 3。

表 5 创新型城市建设影响城市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机制分析

变量 Res( 1) Adv( 2) Rat( 3) HHI( 4) Ind( 5) Gaze( 6) High( 7)

Did
0. 227 *** 0. 007 ** - 0. 035 *** - 0. 022 *** - 0. 166 *** 0. 289 *** 0. 178 **

( 2. 95) ( 2. 06) ( －2. 97) ( －3. 43) ( －3. 88) ( 3. 58) ( 2. 4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1. 412 *** 0. 297 *** 1. 468 *** 0. 122 *** 1. 439 *** 0. 836 *** 1. 179 ***

( 5. 75) ( 37. 48) ( 4. 30) ( 29. 53) ( 5. 23) ( 14. 37) ( 20. 49)

N 3271 3793 3793 3271 3186 1260 1260

Adj_R2 0. 122 0. 039 0. 059 0. 311 0. 463 0. 240 0.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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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基于 2001—2015 年我国 261 个城市数据，以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本文采用多

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创新型城市建设对经济增

长质量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影响机制。研究

发现：（1）创新型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经济增长

质量，就其构成要素来看，其对技术进步和技术

效率具有促进作用而对规模效率具有抑制作用。

（2）机制分析表明，创新型城市建设主要通

过投资结构改善和创新激励效应推动技术进步，

并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升级促进技术效

率提高，而行业竞争效应和企业间的进入替代效

应是负向影响规模效率的主要路径。

（3）异质性分析发现，创新型城市建设对东

部地区和行政等级较低城市的促进作用更强。调

节效应分析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和制度环境改善

能够强化创新型城市建设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

作用。

本研究对我国加快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具有

重要的借鉴意义，可得如下启示。

第一，推动创新型城市建设提质增效，更好

发挥辐射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实证结果表明，

创新型城市建设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推动作用显著

且持久，特别是在促进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方面

作用较强，因此要完善创新型城市发展制度设计，

进一步打造更多具有强大辐射、带动和引领作用

的区域创新中心，通过定期交流、样板示范等方

式发挥知识创新的溢出效应，助推经济增长质量

提升。另外，制度环境改善和知识产权保护能够

强化创新型城市政策的积极作用，所以应深化市

场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同

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

度，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第二，畅通创新成果创造和转移转化渠道，

兼顾产业规模化生产和规模效率提升。由机制分

析可看出，创新型城市建设对经济增长质量不同

构成要素的影响及其路径不一，因此一方面，要

持续强化政府对创新发展的重视，通过产业补贴、

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等渠道完善城市创新创业环

境，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技术

创新体制机制，借助产业升级和资源配置优化推

动创新效率提升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另一方面，

将规模效率纳入创新型城市考核范围，鼓励产业

渗透交叉、产业融合和企业兼并重组等，推动城

市生产要素流动与合理配置，以新兴产业与传统

产业的融合发展激励创新成果创造和规模效率 

提升。

第三，重视不同城市发展差异性，因地制宜，

探索差异化创新发展模式。考虑到创新型城市建

设效果的异质性特征，地方政府应当尊重客观规

律，因地制宜，因城施策，针对不同城市制定差

异化建设方案，积极探索具有地方特色、发挥地

方优势的创新发展路径和模式。要继续发挥东部

地区创新型城市的政策效应，建立中西部地区创

新型城市发展的规模效率专项评估指标，加大创

新要素向中西部地区的倾斜。还要优化行政等级

较高城市的政策组合方式，增强创新型城市政策

与相关政策的实施协调度和适配性，加大行政等

级较低城市创新发展的扶持力度，培育和拓展区

域协同创新网络。

注：①数据来源于历年《深圳统计年鉴》和

《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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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战略变革影响组织韧性的效果与边界

付燕妮

苏州科技大学商学院，江苏苏州，215009

摘 要：战略变革和组织韧性对于企业适应环境变化、抵御外部冲击具有重要作用，但两者关系如何，已有

研究鲜少关注。基于 2007—2020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本文利用面板回归模型探讨了企业战略变

革对组织韧性的影响，并分析外部经营环境和内部经营状况对两者关系的作用。结果显示：企业战略变革会

显著降低组织韧性，具体表现为企业遭受外部冲击时的损失程度增加、恢复时间延长；随着经营环境不确定

性的提升，战略变革对组织韧性的负面影响会被加剧；经营绩效良好时的战略变革不会对组织韧性产生负面

影响，只有在经营绩效较差时，战略变革才会加剧损失程度，延长恢复时间。本文通过对战略变革与组织韧

性关系的分析，不仅拓展了战略变革后果和组织韧性前因的研究文献，还为企业实施战略变革的时机提供了

参考。

关键词：战略变革；组织韧性；不确定性；经营状况

随着俄乌冲突、印太经济框架（IPEF）成立

等一系列外部事件集聚，企业经营环境的复杂性

和不确定性大幅提升。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

大报告中也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

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

“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面对此

种情况，企业如何才能实现生存和发展？已有研

究从两方面给出了答案：一是进行企业战略变革。

战略变革是指系统改变企业原有战略要素的特征

或结构，使其战略定位或决策制定过程发生改变

的行为 [1]，本质是对人力资本、产品结构以及研发

投入等战略资源的重新分配 [2-3]。随着资源的重新

分配，企业会改变原有的路径依赖，并建立新的

成长模式推动企业发展。研究显示，企业能否生

存并成长取决于它们能否适应环境变化，要想在

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中保持核心竞争力，就必须

进行一系列的战略变革 [2，4-5]。二是提高企业组织

韧性。组织韧性是组织预测潜在威胁、有效应对

突发事件，并适应外部冲击、调节风险和不确定

性影响的能力 [6]，韧性强的企业不仅能减轻危机

带来的损害，甚至能转“危”为“机”，实现弯道 

超车 [7-10]。

那么，为应对复杂环境的战略变革行为能否

提升企业的组织韧性？该问题的答案对企业应对

外部环境冲击至关重要。战略变革是企业应对不

确定性，保证持续成长的有效手段，与此同时，

在冲击性事件面前，保持应对突发事件的组织韧

性则尤为关键。随着环境不确定性的提升，企业

必然会实施一系列变革行为，而战略变革本身又

具有较高的复杂性和风险性，且回报周期长。如

若战略变革对组织韧性具有负面作用，那么为适

应环境变化而进行的战略变革很可能会适得其反，

导致企业经营失败。因此，有必要厘清两者之间

的关系，为企业借助战略变革、提升组织韧性提

供参考。

鉴于此，本文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发现

已有研究关注了个体、企业和宏观环境等因素对

组织韧性的作用，却鲜少探究企业战略变革带来

的影响。其中，个体层面的因素主要体现为企业

管理人员的领导力和员工对危机的适应与应变能

力。Branicki 等指出，领导者的自主性、创新性、

对风险和失败的适应力以及乐观精神等有助于组

织韧性的提升。因此，在组织经历危机时，领导

者有责任创建一种关注企业韧性的文化，采取措

施应对逆境。企业层面的因素包括企业财务资源、

技术资源、关系资源等。相关研究指出，财务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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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和闲置资源有助于组织在危机发生前做好准备，

降低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技术资源对组织韧性

的重要作用在于增强企业预测外部冲击的能力，

即通过建立针对企业及其所处环境的信息监测系

统，及时感知内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并采取应

对措施。关系资源是实现组织内外集体协作和资

源流动的重要保障，不仅能强化内部信息共享和

工作协同，提高预测和克服外部冲击的能力，而

且能增强企业外部合法性，使其获取更多外部资

源。在宏观环境层面，王勇 [18] 发现组织韧性的培

养需要鼓励企业积极进行风险承担，高风险和高

不确定性能使企业逐步构建抵抗风险的“免疫系

统”，创造韧性资产。因此，企业需要加强与制度

环境的互动来捕捉危机早期的预警信号，从而提

前制定策略，预防或减轻外部冲击。

由上可见，有关战略变革与组织韧性的研

究尚有以下不足：一方面，虽然影响组织韧性

的企业层面因素与战略变革内涵存在重叠，但两

者并不一致，有必要对战略变革与组织韧性的关

系做进一步探究；另一方面，战略变革对组织韧

性影响的边界条件并不清晰，明确两者关系在不

同条件下的表现形式，对理解战略变革影响组织

韧性的内在机理具有重要作用。由此，本文选取

2007—2020 年非金融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探究

战略变革对组织韧性的影响，并引入外部经营环

境和内部经营状况作为调节变量，明确两者关系

的边界条件。本文不仅能为战略变革和组织韧性

的研究提供知识增量，而且可以为企业开展战略

变革、提升组织韧性提供有益借鉴。

1 研究设计

1.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组织韧性的概念主要强

调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遭受外部冲击时的损失程

度，二是遭受外部冲击后的恢复时间。损失程度

越低，恢复时间越短，组织韧性越好。损失程度

低的组织能够在动荡环境中保持其核心的组织属

性，持续发展，而恢复时间短的组织则能够迅速

创新并适应这些变化 [6]。本研究也基于这两点对组

织韧性进行分析。

（1）战略变革与组织韧性。本文认为企业战

略变革会损害其组织韧性。这主要是因为：第一，

Ortiz-de- 的、依赖于路径的能力，当企业通过战

略变革打破原先路径，Mandojana 和 Bansal[6] 指出，

组织韧性本身就是一种潜在且又尚未形成新的路

径时，组织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被削弱，受到的

损失也会增加。具体来说，组织结构和管理质量

对企业绩效具有重要影响，为得到好的绩效，企

业会形成与其战略相适应的主导逻辑。在主导逻

辑的“惯性”递增报酬影响下，企业会不断强化

其认知模式和行为方式，并形成路径依赖。战略

变革虽能够打破资源分配的路径依赖，但无法立

即改变组织内部的认知共享模式和组织结构、流

程等例行程序，因此会造成内部管理混乱。此时，

企业难以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外部冲击。

第二，战略变革所具有的复杂性和高风险性

可能会增加机会成本和试错成本，导致企业资源

柔性下降，韧性受损。企业消化外部冲击的能力

和恢复时间与其可用资源密切相关。虽然战略变

革被认为是企业实现转型升级，提升竞争力的有

效途径 [4]，但其成功与否取决于环境条件、组织条

件、管理者认知以及管理者行动等多方面因素的

共同作用，因此战略变革本身具有极大的复杂性

和高风险性。研究发现，内外交困下的组织变革

并没有改善企业不良绩效，有些变革甚至加剧了

企业经营困境。保时捷管理咨询发布的《2020 年

变革管理指南》也指出，80% 的企业战略行动都

不幸失败。因此，战略变革很可能会增加机会成

本和试错成本，浪费企业稀缺资源，使其消化冲

击的资源柔性下降。

第三，战略变革引发的资源重新分配可能会

损害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紧密关系，导致组

织韧性受损。组织韧性的提升需要组织与其所嵌

入的社会系统之间形成相互依赖关系，并由此构

建组织的稳定性和灵活性。一方面，通过与员工、

客户、供应商、债权人以及政府部门等建立的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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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关系，企业能够提高员工组织承诺，获得更多

订单、贷款等稀缺资源，增强自身缓冲外部冲击

的能力（比如资金中断），缩短从危机中的恢复时

间。研究发现，得益于与员工保持的长期紧密关

系，西南航空公司才能在“9·11”恐怖袭击后比竞

争对手恢复得更快。另一方面，利益相关者可以

作为外部冲击的早期预警系统，帮助企业及时建

立应对措施。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战略变革就

意味着企业在某些方面的资源增加或减少，这必

然会伤害与某一方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但新的亲

密关系的培育又是一个长期过程。因此，从整体

来看，战略变革会损害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

密切关系，进而导致组织韧性下降。

H1：战略变革会损害企业的组织韧性，战略

变革幅度越大，企业遭受外部危机时的损失程度

越高，恢复时间越长。

（2）战略变革、环境不确定性与组织韧性。

为应对不确定性和动荡的外部环境，企业会进行

一系列的战略变革，以打破原有路径依赖，形成

新的发展模式。但随着不确定性的提升，战略变

革的频率和幅度会随之增加，失败风险也会上升
[5]。此时，试错成本和组织学习困难的增加，会加

剧组织韧性的破坏。

一方面，与高不确定性伴随的战略变革失败

风险的增加会提升企业试错成本，导致企业资源

柔性进一步降低。企业行为理论指出，组织往往

会根据短期历史绩效进行战略决策。当环境不确

定性较低时，企业依据历史绩效进行的战略决策

能够帮助其解决市场问题，但当环境不确定性较

高时，仅依靠历史绩效难以跟上市场变化速度，

此时企业战略决策可能无法与外部市场环境相适

应。因此，高不确定性下的战略变革难度更大，

失败风险更高，由此增加的试错成本会进一步降

低资源柔性，导致企业消化外部冲击的能力下降。

另一方面，不确定性会增加组织学习难度，导致

企业恢复时间延长。战略变革能够打破企业路径

依赖，但在打破原有路径的过程中，如何形成对

高不确定性的识别能力和应对能力则需要反复学

习。组织学习是组织适应内外部环境的最高形式，

能极大提高组织在变化环境中的生存和发展能力。

已有研究显示，环境不确定性越高，组织学习需

求越多，难度越大。但由于组织学习能力短期内

难以提升，因此会导致组织学习效率的相对下降，

无法及时形成新的有效的组织惯例，以应对外部

冲击。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不确定性会强化战略变革对组织韧性的

损害程度，在高不确定性环境下，战略变革会导

致更大的损失程度，更长的恢复时间。

（3）战略变革、经营状况与组织韧性。经营

状况不仅会影响企业吸收外部冲击的能力，而且

会影响战略变革中的组织学习效率，因此，不同

经营状况下企业战略变革对组织韧性的影响会有

所不同。整体而言，较差的经营状况会强化战略

变革对组织韧性的负向影响。企业遭受外部冲击

时的损失程度和恢复时间与其资源水平密切相关
[15]，当企业经营绩效较好，资金充裕时，企业吸

收、消化外部冲击的能力也较强，故而损失程度

低，恢复时间短。反之，企业的损失程度和恢复

时间则会明显提升。

从组织学习视角来看，经营状况对战略变革

与恢复时间关系的影响可能需要进一步讨论。因

为不同经营状况下，组织学习效率难以确定。一

方面，资源受限情况下，企业没有多余资源对原

先组织惯例进行仔细检查，以发现和解决更多问

题，也缺乏足够资源进行试错和迭代，因此相同

战略变革历程中，组织学习效率更低。已有研究

也显示，当组织资源受限时，个体成员的注意力

会显著缩小，相关信息会被忽视；另一方面，资

源受限情况下，企业可能会产生紧迫感，并产生

学习和改进的强大动力，此时企业会专注于对关

键知识的学习和探索，反而能迅速提升组织灵活

性，改善企业状况。有研究发现，经营资源闲置

的企业往往缺乏紧迫感，反而会对组织学习产生

不利影响。由此可见，组织学习效率会受到企业

资源状况的影响，但结果并不确定，因此不同经

营状况下，战略变革对企业恢复时间的影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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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由此，本文提出如下

假设：

H3a：在经营状况较差的情况下，战略变革会

导致更大的损失程度；

H3b：在经营状况较差的情况下，战略变革会

导致更长的恢复时间；

H3c：在经营状况较差的情况下，战略变革会

导致更短的恢复时间。

1.2  样本选择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07—2020 年沪深 A 股非金融类上

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对初始样本进行以下筛选：

剔除 ST 类上市公司数据；剔除同时发行 H 股和 B

股的 A 股公司数据；剔除数据存在严重缺失的公

司样本。通过上述筛选，最终获得了 24449 条企业

年度数据。模型中涉及的企业基本特征及经营状

况数据来源于 CSMAR 和 WIND 数据库。为避免极

端值的影响，本文对主要连续变量进行 1% 和 99%

分位上的缩尾处理。

1.3  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企业损失程度

的均值为 0.233，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 0.0248，

0.680，恢复时间的均值为 1.958，最小值和最大值

分别为 1.099，6.219。此外，不同程度战略变革的

组间均值检验显示，在战略变革程度较低的样本

中，损失程度和恢复时间均显著小于战略变革程

度较高的样本，初步印证了本文观点，即战略变

革幅度越小，企业的组织韧性越好。

2 实证分析

2.1  战略变革与组织韧性

表 1 为战略变革影响组织韧性的实证分析结

果。其中，模型（1）和模型（3）仅包括控制变

量，模型（2）和模型（4）包括全部变量，为战

略变革影响损失程度和恢复时间的分析结果。在

模型（2）中，战略变革（Schange）的系数为

0.240，在 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战略变革对

损失程度具有正向影响，战略变革幅度越大，企

业损失程度也越大。在模型（4）中，战略变革

（Schange）与恢复时间（Re-covery）的关系显著

为正（系数为 1.004，p<0.05），说明战略变革幅度

越大，企业从危机中的恢复时间越长。以上结果

为假设 1 提供了支持。

表 1 战略变革与组织韧性

变量 (1)Loss (2)Loss (3)Recovery (4)Recovery

Schange
0. 240 ∗ ∗ ∗ 1. 004 ∗ ∗

(4. 85) (2. 06)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_cons
0. 479 ∗ ∗ ∗ 0. 469 ∗ ∗ ∗ 1. 664 ∗ ∗ 1. 619 ∗ ∗

(10. 75) (11. 03) (2. 35) (2. 27)

N 24 449 24 449 24 449 24 449

R2 _adj 0. 074 0. 078 0. 036 0. 037

2.2  战略变革、环境不确定性与组织韧性

表 2 为战略变革、环境不确定性和组织韧性

的实证分析结果。从中可见，Schange ∗ EPU 的

系数在列（1）显著为正（系数为 0.234，t 值为

4.22），说明不确定性强化了战略变革与损失程度

之间的正向关系，随着不确定性的提高，战略变

革对损失程度的不利作用越来越强。不仅如此，

在列（2）和列（3）中，战略变革（Schange）与

损失程度之间的关系也都显著正相关，说明无论

不确定性水平是高还是低，战略变革都会导致损

失程度的下降，但高不确定性的作用更强。在恢

复时间方面，Schange ∗ EPU 的系数在列（4）中

并不显著（系数为 0.275，t 值为 0.39），但在列

（5）中，战略变革（Schange）系数显著为正（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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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 1.327，t 值为 2.29），在列（6）中，战略变革

（Schange）的系数也不显著，说明在高不确定环

境下，企业战略变革会导致恢复时间加长，组织

韧性下降，但不确定性较低环境下的战略变革则

不会产生这种作用。这为 H2 提供了实证结果的支

持。此外，从该结果也可以看出，虽然战略变革

是企业应对环境不确定性的重要手段，但在环境

不确定性较强的情况下，企业战略变革的风险也

会急速增加，因此企业需要对战略变革时机和幅

度进行慎重考虑。

表 2 战略变革、环境不确定性与组织韧性
Table 2 Empirical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trategic change ,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and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变量
(1)

  Loss

(2)
Loss

( High - EPU)

(3)
Loss

(  Low -  EPU)

(4)
Recovery

(5)
Recovery

( High - EPU)

(6)
Recovery

(  Low -  EPU)

Schange ∗ EPU 0. 234 ∗ ∗ ∗ 0. 275

EPU

Schange

(4. 22)
0. 004
(1. 34)

0. 276 ∗ ∗ ∗

(6. 13)
0. 230 ∗ ∗ ∗

(4. 18)
0. 255 ∗ ∗ ∗

(4. 82)

(0. 39)
- 0. 038

1. 047 ∗ ∗

(2. 09) 1. 327 ∗ ∗

(2. 29)
0. 658
(1. 01)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0. 445 ∗ ∗ ∗ 0. 474 ∗ ∗ ∗ 0. 465 ∗ ∗ ∗ 1. 863 ∗ ∗ ∗ 1. 755 ∗ ∗ 1. 480 ∗

(11. 25) (11. 20) (10. 37) (3. 41) (2. 52) (1. 98)

N 24 449 12 951 11 498 24 449 12 951 11 498

0. 079 0. 078 0. 075 0. 037 0. 035 0. 037

2.3  战略变革、经营状况与组织韧性

表３是战略变革、经营状况与组织韧性的实

证分析结果。从表中可见，战略变革与期望差距

的交叉项Ｓｃｈａｎｇｅ ∗ ＡＮＴＩ系数在列

（１）中显著为负（系数为－０.３１９，ｔ值为－

３.１０），在列（４）中虽也为负，但并不显著

（系数为－０.５０２，ｔ值为－０.５６），说明和

期望落差相比，期望顺差能够显著降低战略变革

对损失程度的不利影响，但对战略变革与恢复时

间关系的影响尚不明显。在分样本检验中，战略

变革（Ｓｃｈａｎｇｅ）的系数在列（２）和列

（５）中均不显著，但在列（３）和列（６）中显

著为正，系数分别为０.４０７（ｔ值为６.７１）

和１.００５（ｔ值为１.７９），说明当企业处于期

望顺差时，战略变革并不会影响组织韧性，但当

企业处于期望落差时，战略变革会显著影响组织

韧性，此时企业的损失程度加剧，恢复时间延长。

以上结果为 H3a 和 H3b 提供了实证结果的支持。

由上可见，经营状况较差情况下的战略变革不仅

风险较大，而且对组织韧性带来的负面作用更加

明显，但由于收益情况下的风险厌恶和损失情况

下的风险偏好，现实生活中仍有很多企业处在经

营困境时才开始进行战略变革［３］，因此多数企业

战略变革的效果都不够理想。前景理论认为，通

过参考点的设定可以有效改变人们对于收益和损

失的感知，因此企业可以在设定经营期望时可以

采用“取其上得其中”的策略，通过期望落差的

提前感知，改变战略变革的实施时点，进而降低

其对组织韧性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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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战略变革、经营状况与组织韧性

变量
(1)

Loss

(2)
Loss

(ANTI = 1)

(3)
Loss

(ANTI = 0)

(4)
Recovery

(5)
Recovery

(ANTI = 1)

(6)
Recovery

(ANTI = 0)

Schange ∗ ANTI

ANTI

Schange

- 0. 319 ∗ ∗ ∗
( - 3. 10）∗ ∗

0.001
（0.31）

0. 343 ∗ ∗ ∗
(5. 72)

0. 100
(0. 85)

0. 407 ∗ ∗ ∗
(6. 71)

- 0. 502
（-0.56）

-0.033
（-0.62）

1.229∗
(1. 99)

1. 383
(1. 24)

1. 005 ∗
(1. 79)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N

0. 477 ∗ ∗ ∗
(10. 28)
15 763

0. 555 ∗ ∗ ∗
(5. 71)
3578

0. 460 ∗ ∗ ∗
( 10. 14)
12 185

1. 840 ∗ ∗
(2. 35)
15 322

- 0. 598
（-0.52）

3501

2. 428 ∗ ∗ ∗
(2. 84)
11 821

R2 _adj 0. 088 0. 079 0. 094 0. 030 0. 074 0. 028

2.4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了如下检验：

第一，替换组织韧性的衡量指标 ∗ 使用 2019

年 12 月 12 日为初始日期，并重新计算企业的损失

程度和恢复时间 ∗ 该日医院接诊了第一例华南海

鲜市场的患者 ∗ 此外，该日还是“新冠肺炎”百

度指数为零的最后一天，第二天“新冠肺炎”的

百度指数开始大幅上升 ∗ 第二，替换经营状况

的衡量指标 ∗ 参考贺小刚等 [3] 的研究，使用财务

困境替换期望差距，对企业经营状况进行度量 ∗

和期望差距不同，财务困境反映了企业运营过程

中的实际财务状况，即使企业存在期望落差，其

实际的财务状况也可能处在较好的区域内 ∗ 财

务困境使用 Z 指数进行测量，其计算公式为：Z

指数 =1.2×[（企业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总资

产 ]+1.4×[ 企业未分配利润 / 总资产 ]+3.3×[ 息税

前利润 / 总资产 ]+0.6×[ 企业净资产市场价值 / 总负

债 ]+1.0×[ 营业收入 / 总资产 ]∗ 参考贺小刚等 [3] 的

研究，设置财务是否健康（Z1）的虚拟变量，当

Z 指数大于 2.99 时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第三，

删除特殊年份 ∗ 考虑到 2008 年金融危机对企业战

略变革和组织韧性都造成了一定影响，因此本文

剔除 2007，2008，2009 以及 2010 年的数据，以减

少特殊年份造成的结果异常 ∗ 利用上述方法得到

的结果均未发生实质变化，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

稳健可靠｡

3 主要研究结论及启示

3.1  研究结论

针对战略变革与组织韧性研究的不足，本文

选取 2007—2020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

板数据，利用面板回归模型，探讨了企业战略变

革对组织韧性的影响，并分析了两者关系的边界

条件。结果发现：

（1）战略变革会显著降低企业的组织韧性。

具体表现为战略变革幅度增大时，企业的损失程

度和恢复时间都会随之增加，说明“鱼和熊掌不

可兼得”，为应对外部环境变化而进行的战略变革

虽然会帮助企业改变原有的路径依赖、建立新的

成长模式并推动企业发展，但短期内会对组织韧

性产生负面影响，导致企业遭受外部冲击时的损

失程度加剧，恢复时间延长。针对这种情况，企

业需要未雨绸缪、居安思危，在不确定性较低和

经营状况较好的情况下，进行前瞻性的战略变革，

争取在危机来临前建立新的组织惯例，以保证组

织韧性。该结果不仅厘清了战略变革和组织韧性

的关系，丰富了战略变革和组织韧性的相关研究，

而且对于不同组织情境下的企业战略变革具有一

定借鉴意义。

（2）外部不确定性会显著强化战略变革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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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韧性的影响，在高不确定性环境下，战略变革

不仅会加剧企业的损失程度，还会导致恢复时间

延长，但在低不确定性的环境下，战略变革只会

导致企业损失程度的增加，并不会延长恢复时间。

该结果从环境不确定性视角揭示了战略变革影响

组织韧性的边界条件，深化了学者们对两者关系

的认知。

（3）企业内部经营状况会显著影响战略变革

与组织韧性的关系，和较差的经营绩效相比，较

好的经营绩效会显著降低战略变革对损失程度的

不利影响。该结果不仅阐明了内部经营状况对战

略变革与组织韧性关系的影响，而且从组织韧性

的视角，丰富了组织学习的研究内容。资源受限

情况下的组织学习效率是高还是低？已有研究存

在分歧，但分组结果显示，当企业经营绩效较好

时，战略变革并不会对损失程度和恢复时间产生

负面作用；当企业经营绩效较差时，战略变革不

仅会加剧损失程度，而且会延长恢复时间，说明

资源受限情况下，组织难以通过高效学习及时在

战略变革过程中提升组织灵活性，验证了资源受

限下组织学习效率低的观点，丰富了组织学习的

已有研究。

3.2  管理启示

研究的管理启示为：一方面，企业战略变革

会显著降低其组织韧性，但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

较低和经营绩效较好时，其负向关系会显著弱化，

因此企业若想避免组织韧性下降，最好在外部环

境相对稳定和经营绩效较好时进行前瞻性战略变

革。另一方面，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较高的情况

下，战略变革幅度越大，组织韧性下降越多，因

此当企业错失变革时机而不得不在外部环境不确

定性较高的情况下进行战略变革时，可适当降低

变革幅度，通过“平流缓进”的行为实现战略变

革，保证组织韧性。

3.3  研究局限与不足

虽然本研究从企业遭受外部冲击时的损失程

度和恢复时间对组织韧性进行了度量，但已有研

究对组织韧性内涵的界定并不一致，不同内涵下

组织韧性的衡量方式也有所差异，未来研究可从

其他视角出发，对组织韧性进行测度、检验。此

外，本文并没有对战略变革进行详细的区分。根

据破坏性和递进性不同，战略变革可以分为重构

式和渐进式 [1]，和渐进式相比，重构式战略变革涉

及的范围更广，对组织韧性的影响可能更为显著。

因此，战略变革对组织韧性的影响还有很多问题

有待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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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错配视角下AI技术陷阱及其治理机制研究

陈  华

温州大学商学院，浙江温州，325035

摘 要：人工智能（AI）技术是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引擎，但技术错配会导致企业囿于 AI

技术陷阱而停滞不前。本文基于灯塔工厂的 AI 应用场景，采集多阶段横断面数据，实证检验 AI 技术陷阱的源

起与治理逻辑。AI 技术陷阱源于 AI 技术无序扩张导致的技术与员工认知、能力之间的错配，AI 数字导向虽对

数字创新产生积极影响，但同时也会滋生员工 AI 意识，进而抑制企业数字创新，员工数字能力对企业数字导

向与员工 AI 意识之间的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通过构建“技术—认知—能力”三方协同的治理逻辑，有益

于化解技术错配导致的员工认知抗拒与能力瓶颈，为建构 AI 创新生态提供理论支撑与行动参照。

关键词：AI 技术陷阱；数字导向；员工 AI 意识；数字创新；技术治理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人工智能（AI）技术

是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引擎。

AI 作为具有智能行动能力、正确解释外部数据并

灵活配置资源的任务执行系统 [1]，正在全面赋能国

内制造业。截止到 2023 年 12 月，中国已经拥有 62

个灯塔工厂，灯塔工厂成为 AI 技术赋能的业界标

杆。然而，与灯塔工厂不断涌现的场景相比，大

量推行数字导向战略的制造型企业依然步履维艰。

由于企业在 AI 技术落地过程中过多依赖外部技术

解决方案的获取，忽视了员工由于意识到 AI 技术

带来的巨大威胁而故意呈现出的知识隐藏、知识

破坏等反生产行为及其引发的组织紧张关系 [2]。对

AI 技术的过度关注导致对 AI 技术使用者的认知与

能力关注度不够，技术错配将触发企业员工的认

知抗拒与能力瓶颈，由此诱发的 AI 技术陷阱成为

企业推进 AI 技术面临的主要障碍。本研究聚焦 AI

场景中员工的认知形态和数字能力，厘清企业数

字导向战略下员工与 AI 的协作逻辑，诠释技术治

理对于推进企业数字创新的内在机制，有助于摆

脱 AI 技术陷阱、推动数字经济创新提质，具有重

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数字导向是企业为充分利用新兴数字技术提

供的机会而进行的战略定位 [3]，强调通过不断监测

新的数字技术及其应用，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来创

造价值 [4]。AI 作为“理解、设计和评估供人类使

用或与人类一起使用的机器人系统”已经从解决

“狭窄”的任务和明确的目标向“更广泛”的任务

和多元化目标发展 [5]，有助于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
[6]。员工在工作中使用 AI 工具以及开发新的 AI 应

用程序和服务，能够提高自身的数字能力，包括

信息和数据素养、沟通协作、数字内容创作、数

据安全和有效决策 [7]。员工借助 AI 的跨领域学习

优势，不断拓展信息搜索空间，在突破搜索惯例

的同时克服自身的认知局限和信息处理瓶颈，提

高自身的学习能力和吸收能力，从而激发创意并

推动数字创新 [8]。

由于 AI 会降低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提高对

员工数字能力的要求，进而威胁到员工对工作的

连续性和安全性的感知 [9]。学界采用人工智能意

识这一术语，用以描述员工认为 AI 技术，特别是

与智能营运和流程自动化相关的技术，对自身工

作构成替代性威胁的可能性程度 [10]。员工 AI 意识

可能会导致员工忽视或延迟使用外部技术，引发

员工情绪耗竭，进而影响个体对数字技术的评估

方式 [11]。数字技术的最大优势在于转变传统资源

的配置方式，有效缓解要素扭曲，改善资源错配。

然而，数字技术对于个体有限理性引发的认知与

行为偏离并不具备足够的化解效力，反而可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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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技术实施与个体认知的错配 [12]。技术陷阱是指

个体无法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带来的潜在利益，引

发增长停滞或竞争力下降的现象 [13]。个体对技术

进步的态度取决于技术进步对其收入的影响程度，

个体认知、行为的消极反馈可能成为 AI 技术应用

的最大障碍 [14]。本研究将 AI 技术陷阱界定为员工

在使用 AI 技术时，由于担心个人利益受损引发的

认知抵触和行为抵制。AI 技术陷阱可能会阻碍 AI

技术的有效实施和价值实现，而技术工具的误用、

滥用则会引发低效、怠工、破坏等问题，最终导

致常规的技术治理陷入失灵困境 [15]。

综上，既有文献更多关注 AI 取代人工的技术

优势，忽视了技术使用者的认知、能力与 AI 技术

的适应性匹配，也未能将 AI 技术治理纳入 AI 技术

陷阱的治理逻辑，难以对 AI 技术赋能场景中的数

字创新过程进行细致刻画。AI 技术的推进不仅需

要对组织结构进行适应性调整，还需要对技术使

用者的认知水平与能力储备进行协调与干预。基

于此，本研究将 AI 技术置身于企业数字导向的战

略场景，从技术错配的视角审视 AI 技术陷阱的诱

发逻辑，探究员工的 AI 意识与数字能力对企业数

字创新的影响机理，尝试从 AI 技术治理的维度挖

掘 AI 技术陷阱的跨越逻辑，厘清 AI 赋能企业数字

化转型的实践径路。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假设

1.1.1 数字导向、人工智能意识与数字创新绩效

数字创新绩效是企业在市场上推出或在公司

内部实施的数字解决方案在数量、质量、差异化、

新颖性等方面的优势 [16]。数字导向意味着企业重

视利用新兴数字技术来获取、转化和应用知识 [8]，

进而在数字解决方案中获得先机 [17]，有助于提高

企业的数字创新绩效。由于员工拥有利用新兴技

术进行设计和创造价值的新知识与新技能，因而

成为数字时代最重要的创新主体。一方面，员工

在群体中的社会互动、知识交换和合作意愿能够

提高企业采用新兴技术的强度；另一方面，员工

对技术的负面情绪会显著降低组织承诺和满意度，

导致技术过载，抑制员工创造力 [18]。员工 AI 意识

是员工感知到 AI 技术对其未来工作及职业生涯产

生负面影响的可能性程度，会阻碍组织学习，负

面影响技术的评估方式 [10]。

随着企业数字导向战略的推进，员工对 AI 技

术威胁自身工作及职业生涯的感知越发强烈，对

AI 的排斥和恐惧日益增强 [10]，由此滋生的机会主

义行为会导致员工不愿意尝试新的 AI 技术方案，

使得员工深陷“算法笼子”[18]，降低企业数字创

新的绩效。员工 AI 意识成为企业数字导向推进企

业数字创新绩效的重要阻碍，即企业数字导向通

过影响员工 AI 意识进而影响企业数字创新绩效。

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企业数字导向能够提升企业数字创新

绩效；

假设 2：企业数字导向会引发员工 AI 意识；

假设 3：员工 AI 意识在企业数字导向对企业

数字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1.1.2 工数字能力的调节效应

推进数字导向战略能够营造鼓励探索 AI 技术

的宽松环境，为员工提升数字能力提供丰富的 AI

运用场景。高效精准的信息存储和信息反馈帮助

员工拓展信息搜索空间 [8]，不断强化员工的工作自

主性与个人责任感。员工与 AI 共生需要具备三类

能力：技术技能、人际技能和概念技能，以构建

共生互惠关系 [19]。员工在尝试使用 AI 技术的过程

中会逐渐认同 AI 取代人工岗位的能力，能够分配

更多资源用以关注非结构化的、更为丰富的工作

任务。员工工作任务的复杂性和挑战性能够激发

员工的创新动机与创业精神，引导员工主动突破

既有的搜索惯例，激发更高亢的工作士气与创新

激情 [8]。随着员工对任务时间、工作节奏和创新过

程的掌控感逐渐加强，知识破坏行为和反生产行

为的内在动机逐渐下降 [18]，不仅能够拓展员工的

知识库，还能够激发员工的积极情绪并形成对 AI

技术的客观评价，引导个体主动运用 AI 技术以开

发更多的数字创新解决方案，并识别更多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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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机会 [5]，从而更有益于推动数字创新。

因此，员工数字能力成为激发个体摒弃惯例

的重要动因，员工数字能力的提升能够从源头上

克服员工对 AI 技术的恐惧与排斥，激发员工主动

利用 AI 技术进行信息共享与知识创造，建立有效

的人机协同，营造数字创新氛围，加速 AI 技术的

落地实施及动态优化。员工数字能力的提升能够

有效缓和企业数字导向对员工 AI 意识的负面影响，

进而提升数字创新绩效。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4：员工数字能力能够削弱数字化导向对

员工 AI 意识的负向影响；

假设 5：员工数字能力在企业数字导向与员工

AI 意识之间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即员工数字能力

削弱了企业数字导向对员工 AI 意识的负向影响。

1.2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灯塔工厂代表了全球数字化制造的最高水平，

研究者从苏州、上海、青岛、天津等国内灯塔工

厂聚集地的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提供的企业名录

中，选取存在 AI 技术应用场景的制造型企业作为

调研对象，邀请企业总经理及营运总监等高管、

参与 AI 项目的一线员工共同完成问卷填答或邮件

填答。调研企业涉及汽车、电子、家电、新能源

等产业，在技术研发、产品设计、原材料加工、

中间品制造、最终品装配、产品流通与市场销售

等不同环节尝试使用以智能机器设备为代表的 AI

技术，逐步形成了机器人协助制造、机器视觉检

测、设备互联等多元智能场景。

本研究采用多阶段横断面数据作为分析来源，

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同源方差和因果互逆风险。数

据收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于 2022 年 9 月进

行，通过焦点群体访谈，邀请总经理及营运总监

等企业高管以及参与 AI 项目的一线员工进行开放

式座谈，结合学界前沿问卷和业界 AI 赋能的应用

场景，完成问卷初设。通过在线数据采集的方式

收集数据，借助标准化因素负荷量对初始问卷进

行调整，最终确定终版问卷。第二阶段于 2022 年

11 月进行，邀请总经理及营运总监等企业高管对

企业数字导向及控制变量进行评价，邀请参与 AI

项目的一线员工对自身的人工智能意识进行评价，

回收完整问卷 692 份。第三阶段于 2023 年 3 月进

行，针对第一次有完整信息的企业发放问卷，邀

请总经理及营运总监等企业高管对企业数字创新

绩效进行评价，邀请参与 AI 项目的一线员工对自

身的数字能力进行评价，并进行问卷数据匹配，

第三阶段回收完整问卷 581 份。有效问卷中，新兴

产业占 31.9%，传统产业占 68.1%；企业规模 500

人以下占 23.1%，500~2000 人占 63.1%，大于 2000

人占 13.8%；企业年龄 8~10 年占 48.3%，11~15 年

占 35.5%，15 年以上占 16.2%。在问卷收集时明

确告知数据仅供研究使用，以消除被访者的疑虑。

每家企业至少邀请两位公司高层完成企业层面数

据的填写并邀请 5 名以上员工参与问卷填答，以降

低认知偏差。

1.3  变量测量

本研究综合使用多种策略以提高问卷测量的

效度与信度。首先，尽量采用学界公认的测量量

表，再结合 AI 技术应用场景进行语义和语境调整。

其次，借助预调查，结合被访者的反馈意见对问

卷的表达方式进行修正。最后，借助因子分析删

除了低因子负荷的题项，对问卷中的多条目问题

进行错配排序和反向设计，能够有效规避填答者

的回顾性偏差。

控制变量：由于行业竞争程度（ industrial 

competition , ic）以及公司引入 AI 技术的年限

（AItime，at）（公司引入 AI 技术的时间小于或等于

1 年，取值为 1；公司引入 AI 技术的时间大于 1 年，

取值为 2）、公司年龄（age）（公司成立以来的年

数）、公司规模（size）（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

公司人员结构（ps）（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员工比

例）均会影响 AI 技术的应用场景，本研究选择上

述 5 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解释变量：数字导向（digital-oriented，DO）

是企业为利用新兴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机遇而进行

的战略定位 [3]，借鉴 Arias 和和 Velez[10] 的研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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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结合 AI 赋能的实践场景重新建构测量题项。

中介变量：员工 AI 意识（ employee's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 awareness , IA）的测量借鉴 Brougham

和 Haar[20] 的测评量表，借助反向测量更易于测度

员工的认知形态。

调节变量：员工数字能力（employee's digital 

capabili- ty,DC）涉及信息和数据素养、沟通和协

作、数字内容创作、安全和问题解决等维度，以

Kinkel 等 [6] 的研究为基础，结合当前国内制造业

AI 赋能的典型场景进行修正。

被 解 释 变 量 ： 数 字 创 新 绩 效 （ d i g i t a l 

innovation perform- ance , DIP）的测量借助 Arias

和 Velez[10] 和 Khin 和 Ho[17] 提出的测评量表。

除了公司引入 AI 技术的年限、公司年龄、公

司规模、公司人员结构等变量之外，其余变量测

量均采用 Likert5 级量表，其中“1”表示完全不同

意，“5”表示完全同意。

1.4  模型构建

实证检验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检验的是

数字导向对于数字创新绩效的主效应（H1），数字

导向与人工智能意识的关系（H2）以及人工智能

意识的中介作用（H3），检验模型如式（1）~（3）：

对于中介变量的检验，采用经典的 OLS 回归

三步法。

第二部分检验的是员工数字能力（DC）在数

字导向和员工 AI 意识的关系中所起到的调节作用

（H4），检验模型如式（4）和式（5）：

IAi=β0+β1DOi+β2DCi+β3DOi*DCi+β4Σcon

trolsi+εi  （4）

DIPi=β0+β1DOi+β2IAi+β3DCi+β4DOi*DCi+

β5Σcontrolsi+εi （5）

式（4）检验员工数字能力（DC）的调节作

用，使用 OLS 回归模型。式（5）检验员工数字

能力（DC）的被中介的调节作用，使用 OLS 回归 

模型。

2 实证分析

2.1  效度和信度检验

首先，通过效度检验发现（表 1），所有变量

的 Cronb-achs'α 均大于 0.7，所取变量内部一致性

良好。所有条目在其所属变量上的标准化载荷系

数均大于 0.6，平均萃取方差 AVE 均大于 0.5，组

合信度 CR 值均大于 0.8，表明模型收敛效度良好。

平均萃取方差 AVE 的平方根均大于各变量间相关

系数绝对值，表明模型的区分效度良好。其次，

本研究采用 Harman 单因素法检验同源方差，表

明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不会影响后续分析。运

用 SPSS25.0 对全部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解释总

变异量的 81.162%，且第一个因子解释总变异量

的 35.271%，表明数据的同源方差在可接受的范围

内。总体 KMO 值为 0.856，Barlet's 检验的统计量

在小于 0.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适合做因子分析。

最后，利用验证性因子分析，说明量表具有较好

的区分效度（表 2）。

表 1 信度与效度检验

变量名 KMO Cronbachs 'α CR AVE

DO 0. 835 0. 902 0. 918 0. 655

IA 0. 861 0. 805 0. 925 0. 682

DC 0. 819 0. 837 0. 902 0. 605

DIP 0. 827 0. 856 0. 802 0. 597

表 2 区分效度检验

模型 χ2/df NFI CFI IFI RMSEA

四因素：DO/IA/DC/DIP 2. 902 0. 958 0. 961 0. 935 0. 048

三因素：DO + IA/DC/DIP 4. 382 0. 583 0. 692 0. 598 0. 132

二因素：DO + IA + DC/DIP 7. 615 0. 511 0. 608 0. 552 0. 151

单因素：DO + IA + DC + DIP 8. 893 0. 438 0. 527 0. 476 0. 162

2.2  相关分析

在表 3 中，企业数字导向与员工 AI 意识显著

正相关，说明企业数字导向是形成员工 AI 意识的

可能诱因。企业数字导向与企业数字创新绩效显

著正相关，说明企业数字导向可能是提升企业数

字创新绩效的有效路径。员工数字能力与员工 AI

意识显著负相关，说明员工数字能力的提升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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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降低员工 AI 意识的重要手段。

表 3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皮尔逊相关系数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1  ic 3 . 19 0. 49 1

2 at 1 . 12 0. 26 0. 11 1

3  age 9. 89 2. 35 0. 05 0. 05 1

4 ps 0. 71 0. 28 0. 04 0. 06 0. 10 1

5  size 3 . 68 0. 69 0. 07 0. 03 0. 04 0. 05 1

6 DO 4. 09 0. 65 0. 11 * 0. 10 0. 05 0. 08 0. 03 1

7 IA
8 DC
9 DIP

3 . 82
3 . 32
3 . 15

0. 58
0. 49
0. 57

- 0. 12 *
0. 10
0. 09

0. 09
0. 07
0. 08

0. 03
0. 06
0. 05

0. 06
0. 08
0. 09

0. 06
0. 05
0. 07

0. 18 * *
0. 22 * * *
0. 17 * * *

1
- 0. 15 * * *
- 0. 18 * * *

1
0. 16 * * * 1

注：***、**、* 分别表示能够通过显著水平为 1%、5%、10% 的统计检验（下同）。

2.3  数字导向的主效应及员工AI意识的中介作用

检验

为了降低多重共线性的影响，上述所有变量

均进行了去中心化处理。为了避免残差的异方差

和自相关问题，模型均采用稳健回归。首先，模

型 1 是包含了控制变量的基础模型，模型 2 在此

基础上加入了自变量企业数字导向，企业数字导

向与数字创新绩效的系数显著为正（β=0.135，

p<0.01），说明企业数字导向对数字创新绩效存在

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H1 得到验证。其次，借助

三步法逻辑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模型 2 证明企业

数字导向对数字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β=0.138，

p<0.01），模型 3 证明企业数字导向对员工 AI 意识

的显著正向影响（β=0.131，p<0.01），H2 得到验

证；模型 4 中，中介变量员工 AI 意识与数字创新

绩效的关系为显著负相关（β=-0.148，p<0.01），

而企业数字导向虽然对数字创新绩效的作用仍然

为正向显著（β=0.126，p<0.01），但系数从模型

2 中的 0.135 减小为模型 4 中的 0.126，说明员工 AI

意识在企业数字导向与数字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

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H3 得到支持。

表 4 实证检验

变量

基础模型 假设 1 假设 2 假设 3 假设 4 假设 5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DIP DIP IA DIP IA DIP

ic
at

0. 053
0. 041

0. 051
0. 037

- 0. 078
0. 051

0. 065
0. 049

- 0. 069
0. 042

0. 048
0. 033

age 0. 038 0. 031 0. 022 0. 038 0. 018 0. 022

ps 0. 051 0. 046 0. 055 0. 067 0. 027 0. 041

size 0. 058 0. 052 0. 091 0. 058 0. 036 0. 039

DO 0. 135 *  *  * 0. 131 *  * 0. 126 * * * 0. 138 *  * 0. 119 *  *  *

IA
DC

DO *  DC
- 0. 148 * * * - 0. 125 * * *

- 0. 161 * * *

- 0. 123 * * *

0. 118 *  *  *

- 0. 149 * * *

Adjust R2 0. 128 0. 225 0. 238 0. 306 0. 352 0. 383

F 2. 189 7. 962 3 . 392 11 . 938 8. 339 16. 838

2.4  员工数字能力的调节效应检验

借 助 S P S S 软 件 中 的 P r o c e s s 插 件 ， 使 用

Mode114 进行 5000 次 Bootstrap 随机抽样运算，对

员工数字能力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表 5）。在

高水平员工数字能力情景下，员工 AI 意识在企

业数字导向与企业数字创新之间的间接效应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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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231，CI=[0.129，0.471]），而在低水平员工数

字能力情景下，员工 AI 意识的间接效应仍然显著，

但效应值明显下降（r=0.136，CI=[0.059，0.268]）。

同时，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判定指标值为 0.129，

95% 置信区间 CI=[0.047，0.217]，不包含 0。因此，

员工数字能力程度越高，企业数字导向通过员工

AI 意识影响企业数字创新的间接效应越强，H5 得

到验证。

表 5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企业数字导向－员工 AI 意识－企业数字创新绩效

调节的间接效应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

INDEX
标准误 
BootSE

BootLLCI       BootULCI        
INDEX

标准误 
BootSE

BootLLCI BootULCI

低员工数字能力 ( - 1SD) 高员工数
字能力 ( + 1SD)

0. 136
0. 231

0. 052
0. 087

0. 059
0. 129

0. 268
0. 471

0. 129              0. 069         0. 047 0. 217

2.5  稳健性检验

其一，由于企业实施数字导向战略的推进将

会直接取代部分人工岗位 [10]，通过询问企业高管

引入 AI 技术之后减少的人工岗位的数量来间接

测量企业数字导向。同时，采用学界较为公认的

测度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方法，用企业数字专利

数量加 1 再取自然对数来测度企业数字创新绩效。

H1、H2、H3、H4、H5 均再次得到验证。

其二，借助 Bootstrap 随机抽样运算，对员工

AI 意识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H3 再次得到验证。

此外，借鉴温忠麟等 [21] 提出的经典多元层级回归

分析，通过引入员工数字能力与企业数字化导向

的一次交互项重新进行多元回归，H4 进一步得到

验证。

2.6  异质性检验

首先，由于 AI 场景中的数字创新立足于跨界

知识的组合，员工涌现出的有价值的见解、专门

知识和行动决策取决于员工的知识、经验积累 [22]，

本研究将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员工比例按照中位数

进行划分，中位数以上的高水平组（n=362）和中

位数以下的低水平组（n=219）。其次，由于公司

的组织结构、新兴技术会影响企业的数字创新绩

效 [22]，而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在上述指标中存在

显著差异，本研究将样本按照产业类型进行划分，

即新兴产业组（n=186）和传统产业组（n=395）

重新进行分组回归。最后，由于企业规模决定了

信息交换质量和资源优化的难度，本研究按照企

业提供的员工人数均值进行类型划分，样本均值

以上为大型企业（n=265），样本均值以下为中小

企业（n=316）。按照上述 3 种分类重新进行分组 

回归。

表 6 异质性检验

变量

学历水平 产业类型 企业规模

高水平 低水平 新兴产业 传统产业 大型 中小型

模型
9 - 1

模型
9 - 2

模型
10 - 1

模型
10 - 2

模型
11 - 1

模型
11 - 2

模型
12 - 1

模型
12 - 2

模型
13 - 1

模型
13 - 2

模型
14 - 1

模型
14 - 2

DIP IA DIP IA DIP IA DIP IA DIP IA DIP IA

DO 0. 122 *** 0. 145 ** 0. 130 *** 0. 147 ** 0. 136 *** 0. 142 ** 0. 138 *** 0. 142 ** 0. 126 *** 0. 135 ** 0. 123 *** 0. 131 **

IA
DC

DO * DC

- 0. 138 
**

- 0. 119 
***

- 0. 155 **

- 0. 159 
**

- 0. 113 
***

- 0. 146 **

- 0. 127 
**

- 0. 115 
***

- 0. 161 **

- 0. 135 
**

- 0. 109 
***

- 0. 153 **

- 0. 146 
**

- 0. 115 
***

- 0. 129 **

- 0. 135 
**

- 0. 106 
***

- 0. 138 **

Adjust R2 0. 312 0. 365 0. 309 0. 327 0. 339 0. 317 0. 302 0. 315 0. 307 0. 258 0. 301 0. 242

F 12. 835 8. 833 11. 125 8. 196 15. 102 8. 936 11. 006 7. 819 11. 922 8. 319 11. 533 8.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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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子样本回归中，核心假设均得到了验证，

但存在以下差异：首先，相对于低学历水平组而

言，高学历水平组中员工 AI 意识对数字创新绩效

的影响相对更小，员工数字能力的负向调节效应

更大。意味着高学历水平的企业中，员工更容易

适应 AI 技术带来的环境变化，更容易形成对 AI 的

客观评价，数字能力的提升会更易于推进人机协

同，推动 AI 技术落地。其次，相对于传统产业而

言，新兴产业中员工 AI 意识对数字创新绩效的影

响相对更小，员工数字能力的负向调节效应更大。

新兴产业的员工更易于接受 AI 技术带来的工作环

境改变，更容易及时调整对 AI 技术的效用评价，

数字能力的提升会更容易推进 AI 技术的有效嵌入，

进而提高企业的数字创新绩效。最后，相对于中

小企业而言，大型企业员工 AI 意识对数字创新绩

效的影响相对更大，员工数字能力的负向调节效

应更小。大型企业中员工技术惯例的影响更为深

远，AI 技术给员工带来的不确定性感知更强，更

容易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员工数字能力对于个体

认知的促进作用相对有限，导致企业数字创新绩

效的提升绩效相对较缓。

3 主要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

3.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灯塔工厂的 AI 应用场景，发现企

业数字导向所倡导的数字创新氛围能够对企业数

字创新产生积极影响，但也会滋生员工 AI 意识，

进而抑制企业数字创新。员工的 AI 意识在企业数

字导向与数字创新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员工

数字能力在企业数字导向与员工 AI 意识之间起到

负向调节作用。通过提升员工数字能力，能够削

弱数字导向对于员工 AI 意识的诱发效应，推进人

机协作的效率传导与优势协同，为跨越 AI 技术陷

阱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逻辑演展与实践进路。

首先，AI 技术陷阱的根源在于技术、认知以

及能力之间的错配，企业数字创新不仅需要重视

AI 技术的深耕应用，还需要关注技术使用者的认

知形态与能力层级。一方面，AI 技术与技术使用

者的协同是推动 AI 场景落地的必要条件，AI 实践

与组织支持的协同是促进员工与 AI 之间建立信任

的关键所在，有助于跨越员工认知局限和能力制

约所诱发的 AI 技术陷阱。另一方面，通过构建人

机协同的制度安排，设计动态调整的人机交互机

制，聚集 AI 赋能场景中的数字要素与情绪资源，

形成对员工认知与能力的前瞻性预判，有助于在

提升企业韧性的基础上拓展 AI 赋能的多元化应用

场景。

其次，AI 技术陷阱的治理逻辑在于动态调整

技术使用者的心理与能力落差，以缓解 AI 技术的

无序扩张所引发的员工认知形态与技术能力的背

离。一方面，员工借助数字能力提升得以更好地

融入 AI 场景，在持续参与 AI 技术迭代的过程中实

现自身动态能力的跃迁。提高员工的技术一致性

认同是规避 AI 技术陷阱的有效策略，员工对 AI 技

术的认知接纳是推进 AI 技术落地的基本保障。另

一方面，设置必要的 AI 技术应用门槛是规避 AI 技

术陷阱的重要举措。员工工作任务与 AI 技术的高

度嵌入会影响员工的 AI 意识，提高员工的 AI 技术

认同度能够强化员工的 AI 任务参与度，推动企业

数字创新的转型进程。通过培养员工的数字能力，

化解员工的人工智能意识，能够推动 AI 技术治理

效能的最大化。

最后，AI 技术陷阱会对员工的心理认知、行

为模式、业务协同带来挑战，“建立积极情感—

提升岗位认同—完成高阶任务”成为有效化解 AI

技术陷阱的可行路径。一方面，通过改善 AI 场景

中员工的工作体验，提升工作效率、改善工作关

系、减轻工作压力，有助于建立积极的情感体验，

打造数字导向的企业文化，引导员工主动尝试任

务迭代和角色调整，减少行为失调，提升数字技

能与职业认同。另一方面，通过设计有效的“员

工—AI”协作系统，提升 AI 的易用性，突出人类

技能的独特性，能够在优化协同工作流程的同时

引导员工完成高阶认知任务。通过阶段性的任务

迭代，促进员工与 AI 之间建立信任，实现由“技

术—要素”的两方融合向“技术—认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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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协同的转化，推动企业数字创新。

3.2  管理启示

本研究将 AI 使用者的技术心态、数字技能和

集体认同纳入 AI 实践场景，不仅能够挖掘 AI 技

术陷阱的治理逻辑，而且能够对 AI 赋能场景中的

数字创新过程进行协同研判。AI 赋能制造业的核

心在于构建“AI 参与者—AI 技术—任务环境”三

方互动的动态耦合系统，AI 技术面临的挑战不仅

源于技术本身，更源于 AI 使用者的技术心态和技

术能力。为了提高要素配置效率，需要企业层面

的数字导向战略与员工层面的认知、技能的协同 

推进。

首先，动态监测员工的认知状态与行为绩效，

是企业推行数字导向战略的必要举措。AI 技术的

推进不仅要求企业的组织结构进行适应性调整，

还需要对技术使用者的认知形态与能力储备进行

协调与干预。员工所处的 AI 赋能场景，包括工作

空间、职场环境、任务特点以及社会文化，都会

影响员工的行为表现，企业数字导向战略的推进

需要结合员工的数字技能予以动态调整。企业在

积极倡导数字导向的同时，需要将技术使用者的

认知与能力匹配作为导入 AI 技术的必要门槛并给

予相应的激励，以规避员工的消极情绪和机会主

义行为。企业不能过于依赖一揽子技术方案的引

进，需要预先设计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块，在创意

提出、设计开发、资源开放、应用示范等各个环

节动态监控员工的认知状态与行为绩效，深度挖

掘 AI 场景中技术治理的内核并对 AI 实践场景中的

人机协同逻辑进行动态研判。

其次，加强对 AI 应用场景的统筹指导，是企

业建构 AI 创新生态的核心要义。企业需要关注 AI

技术对员工带来的双刃剑效应，化解员工认知抗

拒与能力瓶颈将直接决定企业信息化、数字化和

智能化转型的实施过程。AI 技术虽然有助于提升

员工数字能力、学习能力和吸收能力，进而加速

个体的知识创造；但如果员工惧怕被 AI 技术所取

代，则会阻碍组织学习和新技术的推进，进而抑

制个体的创新潜能。企业需要预判 AI 技术可能引

发的员工负面情绪，将提升员工数字能力、建立

AI 技术信任作为 AI 赋能的重要工作。通过推进员

工数字能力培训计划，结合行业竞争水平、企业

规模、员工学历水平与岗位特征，从软件开发、

数据分析、流程优化等方面予以技术跟踪与持续

指导，提高员工的数字素养和技术素养，将员工

培养为实现和训练 AI 系统的专家，以有效建立

员工对 AI 系统的技术信任，推动企业的数字创新 

进程。

3.3  不足与展望

当前，借助技术治理来化解员工的认知、能

力瓶颈将成为跨越 AI 技术陷阱、提升产业智能化

水平的重要抓手，也是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产

业体系的基本保障。由于本研究对 AI 赋能的实践

场景进行了适当简化，但 AI 已经深度参与创新生

态系统构建的全过程 [23]，未来需要纳入其他核心

的利益相关主体，系统梳理 AI 场景中的创新演化

逻辑。此外，虽然本研究针对 AI 技术陷阱的来源

进行了理论演绎、量表设计和实证检验，也得到

了相对自洽的解释逻辑，未来需要持续跟踪 AI 赋

能过程中员工能力认知的动态演变，借助横向比

较与纵向推演以探索 AI 技术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的新形态、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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